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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於威權主義的研究為我們呈現文官威權、皇室與軍事等各類型威權政體型

態的多元性，本研究欲探討的問題為不同的威權政體型態是否針對氣候變遷危機

的應對能力亦有所差異？依據氣候變遷危機在政治層面上，特別是威權國家，所

形成的挑戰，本研究提出威權政體型態在攏絡社會與穩定統治之兩種面向的能力

上可能發展出差異，且分別以文官威權、君主政體型態為具備該項優勢的代表。 

透過從 1972 年到 2014 年間的威權政體型態作為研究的主要解釋變數，以及

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作為結果變數，本研究依據大樣本數據的量化分析後發現：

在所有威權政體型態中，君主威權政體型態對於排放量的傾向是負向影響，顯示

其為表現較好的威權政體型態；軍事政體的表現則次之，以包含一黨、有限多黨

政體型態的文官威權作為表現最差的類型。前述的排序在納入經濟、資源消耗、

人口等控制變數後並沒有改變，此外，使用其他作者所分類的威權政體型態也大

抵呈現君主政體型態的優勢以及文官威權政體型態的劣勢。 

據此，本研究認為有關於攏絡社會能力與穩定統治能力對氣候治理之表現差

異所形成的競爭性解釋，以君主政體型態之減碳表現具備統計上的顯著影響而以

穩定統治作為較具影響力的解釋。本研究最後認為未來的探討方現有針對中東與

北非地區之君主國家形成較深入的個案研究，亦或是形成比較研究之必要，以幫

助我們增進威權主義與氣候治理之間的學術對話。 

 

關鍵字：威權政體型態，氣候變遷，環境治理 

 

 

Summary 

 

Since the study of authoritarianism has revealed the diversity of various types of 

authoritarian regimes, such as civil, monarchy and military, the question to be explored 

in this study is whether different types of authoritarian regimes are also different in their 

ability to cope with climate change crisis. In light of the political challenges posed by 

the climate change crisis, especially in authoritarian states,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authoritarian regimes may develop differences in their ability to integrate society and 

stabilize governance, with civil authoritarianism and monarchical regimes as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is advantage respectively.  

Through the type of authoritarian regime from 1972 to 2014 as the research main 

independent variables, as well as the carbon emissions per capita as the dependent 

variables, this study based on large sample data of quantitative analysis showed: among 

all the authoritarian regime type, tendency of the monarchy regime type for emissions 

has the most negative impact, indicating that it has best performance; The mili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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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me is the on the second place, while the civil authoritarianism which includes one 

party and limited multi-party regime is the worst.  

The above ranking does not change when controlling variables such as economy, 

resource consumption and population are taken into account. In addition, the 

authoritarian regimes classified by other authors generally show the advantages of the 

monarchy and the disadvantages of the civil authoritarian regimes. Accordingly, this 

study considers the debate over the competing explanations formed by the ability of 

cooption and the ability of stability can be justified with the monarchy regimes being 

the type whose carbon reduction performance h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fluence, 

which explains to stabilize the rule is the more influential factor. In the end,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further case studies or comparative studies of monarchie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MENA) may be necessary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academic 

dialogue between authoritarianism and climate governance. 

 

Keywords: authoritarian regime types, climate chang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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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威權政體差異是否得幫助我們理解各威權國家氣候變遷治理的意圖與傾向？綜

觀威權國家的代表案例，摩洛哥身為一個穩定的威權君主政體，被稱為氣候變遷

應對的優等生，該國不僅一度在 2018 年氣候變遷表現指標(climate change 

performance index)中居於第二名，1同年氣候行動追蹤組織(climate action tracker)

的評比亦為「與巴黎條約 1.5℃相吻合」的國家；2相比之下，中國、越南等一黨

威權政體型態的案例則被外界評為在氣候變遷行動上未盡其力。當然，氣候變遷

的議題牽涉層面廣泛、成因複雜，單一案例無法證明威權政體與溫室氣體排放表

現之間的關聯，但卻足以令我們好奇這兩者之間可能的互動。 

將威權政體型態的差異應用到環境治理，這樣的探問方式無疑是在自然領域

中重現了威權性的國家機器對社會領域的主導性，因為不論是社會中的行為者或

是自然資源皆透過同個政治形式方能建立一套運作的秩序(McCarthy 2019, 305; 

Wilson 2019, 315)；再加上威權國家政府介入的色彩鮮明，從威權政體的政治秩

序理解特定領域治理的優劣是一個相當實用的做法，許多嘗試研究特定威權國家

之環境表現的學者亦是從威權領導者的政治動機作為出發點解釋其可能的環境

治理模式(Bruun 2020; Bryant 1996; Martus 2021)。最初威權主義之研究發源於學

者注意到與民主政體呈現鮮明對比的國家，並將這種不同於民主政體的獨特性建

                                                
1 該指標為綜合考量國家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再生能源比例、能源使用以及氣候政策所做成的評

比，詳見網站 https://www.climate-change-performance-index.org/country/morocco。 
2 該組織為獨立運作的科學研究組織，從 2009 年起便提供各國政府與國際氣候談判結果之間相

吻合程度的追蹤報告，評比結果以嚴重不足、高度不足、不足、與 2℃相吻合、與巴黎條約 1.5℃

相吻合等五個指標呈現。詳見：https://newclimate.org/portfolio/climate-action-tra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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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出一個專門的類別；然而演變至今的進展是進一步的探討威權政體內部不同類

型的變動性，例如 Geddes(1999b)、Hadenius 與 Teorell(2007)以及 Cheibub et 

al.(2010)等作者試圖區別政黨、軍隊、皇室或個人等組織形成的國家治理的差別，

使得威權政體所涵蓋之不同型態的建構、比較已成為研究威權主義的一個重要主

題(Haber 2006)。考慮到威權政體之間在某些行為上遠比我們一般認知的更為不

同，其程度並不亞於民主政體與威權政體之間的差異(Geddes 1999b, 121)，在這

個基礎上本文得探問： 

1. 威權國家所涵蓋的不同政治體制如何幫助我們增進對威權國家排放溫

室氣體傾向的理解？ 

2. 比較政治學者時常使用的分類，例如一黨政體、君主政體或軍事政體之

間有沒有顯著的排放差異？ 

3. 若存在排放差異，黨制政體存有的選舉、政黨運作，以及擅長長期統治

的君主政體是否得有效解釋氣候政治的運作？ 

   

一、 由國家層次探討氣候變遷議題 

溫室氣體減量表現將作為本文研究威權政體型態差異的指標，縱使諸如地理

位置、經濟發展程度、人口多寡等因素對該指標亦具有影響，本研究主張政體作

為一種解釋仍提供了重要的途徑。首先，這個做法在環境政治的學門上是將全球

層次的環境議題與國家層次的因素進行連結，其背後的邏輯在於共同合作的成果

仍仰賴各國實踐的品質；以往便有學者 Lachapelle 與 Paterson(2013)嘗試以民主

國家之間不同的政治體制(總統制與內閣制)作為解釋各國溫室氣體排放量差異

的重要因素，由威權政體出發提供這類研究另一種思考點。 

此外，私部門將環境外部化的結果提供國家必須介入的理由，因此以國家層

次切入也順勢帶入了政府之於環境共有財的重要性。氣候變遷議題表面看似自然

科學的範疇，實則多半是人為因素之社會層面使然，因為經濟成長自從工業革命

以來便作為最重要的發展指標之一，科學家以人類世(Anthropocene)特指這種人

類經濟活動的漫長歷史下對環境各層面造成衝擊，須仰賴公部門的規範力量導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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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展的方向。 

然而由於氣候變遷的跨國性，僅仰賴一國政府的作為不足以應對挑戰，故衍

生出國際環境政治的重要實踐之一—1994 年生效的《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以下簡稱

UNFCCC)。為了緩和人類經濟行為對地球氣候的干擾而形成的國際公約，於 2015

年《巴黎條約》(Paris Agreement)終於促成各國承諾將地球升溫幅度控制在前工

業化標準的 2℃以下並且致力不超過 1.5℃。3然而要達成此項目標意味著如常經

濟模式(business as usual)的變革，如同氣候罷課的發起人—Greta Thunberg於2020

年 1 月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指出：「今天各位所提出的計畫或政策，若沒有涉

及根本性地從源頭減量，完全無法達成巴黎條約之 1.5℃或低於 2℃的承諾。」

科學界也呼籲決策者採取立即性的應對措施，例如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小組

(the United Nations of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以下簡稱

IPCC)，以高度確定的信心(high confidence)指出，按照現有的人為碳排放速度，

地球表面溫度將在 2030 年到 2052 年間升溫 1.5℃；而為了防止升溫，IPCC 呼籲

迅速且全面地轉型能源、土地、都市及建設部門(IPCC 2018)。 

  按照自然科學的觀察，全球暖化的慣性使得升溫幅度確實無法經由 UNFCCC

的談判帶來立即的調控，4仍需要各國政府將未來世代的福利與處境納入考慮並

以此制定出跨世代的長期氣候變遷政策，在此便凸顯氣候變遷作為強永續(strong 

sustainability)5範疇的必然。強永續的特質為 UNFCCC 談判帶來的挑戰是國際氣

候條約的架構是需要充滿彈性的、非強制指定的，談判結果呈現的僅僅是南北國

家之間的妥協，各國在恰似遵守模糊的長期目標下會基於即期的經濟需求而轉移

                                                
3 1.5℃的控溫目標主要與小島國聯盟的訴求有關，因為該聯盟的脆弱更難以適應氣候變遷帶來

的災害。事實上 IPCC2018 年的特別報告 (Special Report)也指出科學研究成果以中度或高度信心

認可全球溫度上升 2℃所帶來的風險，包括乾旱、陸地極端溫度變化、海平面上升、海陸地的生

物樣性以及人類安全等，皆大於上升 1.5℃的影響，因此 1.5℃的減碳路徑所需的適應需求是少於

2℃路徑的。 
4 根據 I.C. Prentice et al.(2001)與 D. Ehhalt et al.(2001)，二氧化碳的生命週期為 5 到 200 年、甲烷

為 12 年、一氧化二氮為 114 年，而三氯氟甲烷為 45 年。 
5 強永續意指自然資本無法為人為資本所取代，因此對待自然資源須以更加謹慎的態度，以免面

臨不可逆轉的資源匱乏，更多關於強永續的介紹可參考 van den Bergh(2007)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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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力(Morgan 2016, 944-945)。以 2019 年巴西雨林大火為例，看準美中貿易衝

突下中國的大豆需求將上升，巴西總統波索納洛(Jair Bolsonaro)鼓勵農民大肆伐

林，使得有助於吸收二氧化碳的雨林遭到大面積的毀損(周晚晴 2019)。因此，如

圖 一-1 1990 到 2017 年所有來源的溫室氣體排放所示，即使自 1992 年里約高峰

會(Rio Summit)各國便體認到環境問題的嚴峻，主要的溫室氣體的排放量仍伴隨

著人類經濟行為的擴展而逐年增加並未趨緩。 

 

 

 
圖 一-1 1990 到 2017 年所有來源的溫室氣體排放 

資料來源：Olivier 與 Peters (2018) 

 

  綜上所述，氣候變遷的應對固然挑戰國際合作的協調性，其實質的成果則又回

過頭來仰賴各國內部規劃完善的長期施政方針，這對一國的政策制定無疑帶來巨

大的考驗。UNFCCC 近年重要談判成果—國家自定預期貢獻 (intended national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以下簡稱 INDC)，希望透過彈性而非強制安排的機制

鼓勵各國制定減量政策。雖然避免各國在對抗氣候變遷運動上的缺席，但彈性化

的機制仍高度仰賴每個國家施政者對責任、能力的認知，因此也為抗氣候變遷政

策的成果埋下不確定的因素。如圖 一-2 不同的巴黎條約締約國 INDC 實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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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全球溫度變化所示，即使是最樂觀的模式預估，於 2100 年以前締約國所提交

的 INDC 仍不足以達成巴黎條約的控溫目標。 

 

圖 一-2 不同的巴黎條約締約國 INDC 實施模式下全球溫度變化 

說明：RCP8.5 為代表濃度路徑 8.5(representative concentration pathways8.5)，為作者

用以評估在最差情況下，減量政策施加前後如常經濟模式的溫度差別。此外悲觀 INDCs

意指各國達到減量最大化後便以每 10 年遞減減量幅度，而樂觀 INDCs 則表示各國在

2030 年減少 6.8 億噸排放量後持續維持減量。 

來源：Bjorn Lomborg (2016) 

 

二、 氣候變遷與比較政治的對話 

  前述凸顯出氣候變遷議題在國際與國家層級中各行為者相輔相成的特性，提供

研究者多樣的研究途徑，而在此本研究即鎖定國家層次，特別是威權國家作為研

究主體的探討方式，已便於氣候政治與比較政治兩大學門的對話。 

首先政治經濟的現實凸顯了遏止全球升溫的不易，學者認為縱使國際社會有

志一同地認可到氣候變遷問題的急迫性，距離國家實際作為的產出仍有一段距離

(Morgan 2016)。這樣矛盾的現象使作者 Bai(2007)推測全球層次的共同目標要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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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內部行為者的觀點進行融合是環境治理的困難之一。基於環境治理在管理上

的多層級特性，學者認為需要國家作為尺度轉換的樞紐，將正式與非正式的行為

者串接成一系列權力運作的過程(Reed and Bruyneel 2010)。我們因此可預期國

家內部的權力運作機制，是全球目標是否得以產生國家實際作為的觀察重點之一。

基於學者對政治體制與環境治理之間的關聯所累積的學術成果了大多聚焦在民

主與威權政體的差異(Bellin 2004; Dasgupta and De Cian 2016; Fredriksson and 

Wollscheid 2007; Windslow 2007)，專門探討威權政體的研究則相對欠缺。6然

而根據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於 2020 年的資料顯示，目前全球仍有四分之一

的國家處於非自由的政治環境，7據此，本研究認為有鑑於威權國家仍是當今國

家政體形式之一，缺乏對威權國家環境治理的認識並無助於增進全球對抗氣候變

遷的努力。因此，本研究的貢獻在於推測各種威權政體型態政治特質，與對抗氣

候變遷的全球目標的媒合程度是否緊密，又或者威權國家的表現呈現是更為複雜

的混合結果。 

  以比較政治的做法研究氣候變遷的政治性成因不論是在學術上與政策面上都

有正面的意義，首先是呼應了社會科學在充滿人為色彩的氣候變遷議題上的發揮，

這個趨勢從 1970 年起便在以自然科學為主的命題中注入社會科學的視角(Bestill 

et al. 2006)。在政策方面，如同前一章節所述，INDC 的實施考驗評估工作的落

實，因此各國是否在政治、經濟以及社會上具備達標的能力應是學界與決策者們

所關切的重點。採行如此彈性的方式如若缺乏對各國排放傾向的了解，UNFCCC

每年召開的締約國大會(conference of Parties)所推行的政策工具便不能對症下藥，

且即便具備全球共同目標的認知仍不足以有效抗衡氣候變遷。總而言之，本研究

認為比較政治的研究視角，正好提供了研究者國內層次的觀察並針對特定類別的

國家在一個比較基準點上分析出差異。在此，便透過比較政治的研究方式，在威

                                                
6 例外的學術作品可參考：Ortmann(2016)、Wilson (2019)。 
7  可參考網址：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freedom-world/2020/leaderless-struggle-democracy，

或 Repucci (2020)的文章。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200107

7 
 

權國家政治體制具有異質性的前提下，分析威權國家針對溫室氣體減量的多寡差

異。 

  根據上述氣候變遷問題的嚴峻以及全球目標的實踐有結合各國權力運作機制

的必要可知，對每個政體內部行為者的互動方式進行精細的分析有助於增進對抗

氣候變遷的整體表現，特別是以往所忽略威權國家的差異必須跟進，方能增添能

阻止地球暖化的任何一份努力。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主題既然聚焦在威權政體型態的差異，屬於比較政治的研究範疇，

在方法論上得選擇特定的威權國家做深入性的個案分析，抑或是大樣本的量化分

析。然而使用大樣本推論在本文欲探討的主題上具備兩項優勢，其一是過往政體

—環境表現之間的關聯性中僅以民主政體之總統制、內閣制之差異作為主體，抑

或是民主與威權的二元對立，在此嘗試將威權政體型態做獨立探討可豐富我們對

環境問題的認識，避免落入民主優越的窠臼；此外，更關鍵的是政體的變動需要

時間的累積，這點意味著關注單一威權國家的長年政體型態變化並不容易捕捉到

所有威權政體型態的表現(例如：軍事、一黨、君主)，使得若研究欲專門探討威

權政體型態之比較，採用跨國且長期的追蹤資料是較為實際的作法，例如會在文

後做詳細介紹的 Hadenius 與 Teorell(2007)，Geddes et al.(2014)以及 Cheibub et 

al.(2010)等學者為威權政體型差異建立起橫跨數十年的資料庫，再加上溫室氣體

排放同樣以逐年的方式紀錄，提供了大樣本的量化分析所需要的關鍵數據，讓本

研究主題的量化分析具有可行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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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在時間尺度的範圍上，除了 Hadenius 與 Teorell(2007)之外，Geddes(2014)以及

Cheibub et al.(2010)所建立出的威權政體型態分類大約溯及至 1960 年代，但由

於本研究所關切的環境治理議題最遲需至 1970 年代才普遍受到世人的重視，因

此在接下來資料的處理上會統一以 1970 年作為起始點，分析的單元為政體—年

份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採用大樣本統計的資料分析方法雖有建立普遍性解釋的優

勢，但是伴隨的研究限制則是缺乏對研究對象的深入了解，因此為了彌補這項限

制，會在推論上加入實際威權國家的氣候治理案例增強說服力，減少理論與實際

經驗世界之間的差距。 

  在理論的建構上，本研究預期到需要解釋何以特定威權政體型態會具有好的減

量表現，這項涉及到動機層面的解釋自然地引發本研究思考對抗氣候變遷的政治

原因，對此本研究需要事先為讀者釐清，不可否認地，氣候變遷成因以、影響是

涉及到全球層次的事務，UNFCCC 為此推行出具有減量義務的國際條約，分別

是《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 2005-2020)與《巴黎條約》(Paris Agreement, 

2020-)，學者 Cao 與 Ward(2015, 8)對此提出了疑慮，該作者認為比起其他環境

共有財議題，討論政體與溫室氣體關聯性的困難之一在於此議題涉及到國際共同

承諾之拘束力的影響，較難全然由國家政府的利益作為論述的出發點。本研究的

範圍既然界定在 1970 年至近期被學者歸類在威權政體的國家，不僅於京都議定

書時期排除了大多數具有開發中經濟水準的威權國家，至巴黎條約時期要求全球

不論何種經濟水準都具備減量義務，也因為該條約生效時間晚於本研究範圍而無

法對研究單元起到國際約束的力量，因此在推論威權國家減碳的動機上似乎無法

得到來自國際層面的支持。雖然前述事實帶來了限制，在理論的建構上反而產生

有趣的討論，首先我們可以反向思考的是，氣候變遷國際條約的拘束並未同時伴

隨著處罰，因此拘束力與排放量之間並非絕對的關係；另外，UNFCCC 的談判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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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是鼓勵性質，透過碳交易、技術轉移、成立國際氣候基金等國際合作的方式

幫助締約國減少排放量，這點意味著威權國家也可能在自主地控制下減少排放量，

甚至是自主性的實現國際期待以換取其他的政治、經濟利益。總結來說，雖然本

研究時間範圍內的威權國家其實並不具備國際性的減量責任，使得本研究必須假

設威權政體型態具有自主性控制排放量動機，然而有關於威權國家自主性減量的

誘因是否具備在邏輯上的正當性，亦或是需要另外從其他層面考量可能的減碳表

現差異，將在後續文獻回顧、理論建構一一進行說明。 

   

第四節  章節安排  

 

  前述帶出研究欲探討的問題、其背後的動機以及理論上的範圍與界限，接下來

的章節安排便是在第二章進入文獻回顧。特別需要說明的是，為了達成政體與溫

室氣體排放量的關聯性，需要倚重學者如何描述威權主義國家的特殊性質，本研

究發現學術成果可約略分成威權國家在治理經濟、戰爭以及政治競爭等三大面向

的差異，並藉此描繪出「威權政體型態的差異在哪裡？」的脈絡，進而提供研究

在類推到治理環境面向時必要的引導，最終完成本研究主要的論點主張與假設。 

  第三章會進行本研究理論的說明，於第二章的基礎上發展出可用以解釋溫室氣

體排放量差異的論述。簡要地說，本研究認為政策的成果的落實與否須考量到決

策者的政治意願與政治能力，並且本研究的主張是氣候變遷的治理對於各種威權

政體型態之領導者的誘因是相等的，然而實際應對的能力卻是有所差別的。 

  第四章將根據第三章完成的理論架構所指涉的抽象概念，透過說明解釋變數、

結果變數與控制變數之來源以及研究所仰賴的計量經濟模型完成變數的操作化。

這個章節的重要任務是呈現學術上主要的威權政體型態的分類並藉以選擇出較

適合研究目的的分類，幫助研究釐清不同變數來源與本研究目的的適切性，這一

點在比較威權政體的研究中尤其需要謹慎，雖然本研究在後續的推論上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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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denius 與 Teorell(2007)的分類，但因為不同學者是依其各自形成的理論而推演

出威權國家的歸類方式，而這些各具特色的分類亦將有可能影響統計結果的形成，

因此了解分類方式使用上的優勢與限制對推論結果而言相當關鍵。 

  第五章會首先呈現不同威權政體所產生之溫室氣體排放量的敘述統計，幫助我

們對變數的資料分布有基礎的認識。接著會討論更為複雜的迴歸統計結果，包括

理論所提出的假設成立與否，以及針對變數顯著的現象能提供的解釋。在此章節

中另一個重要的任務是進行穩健性的檢驗，如同前述說明，不同分類會影響到推

論結果，因此穩健性檢驗將以 Cheibub et al.(2010)、Geddes at al.(2014)的分類

方式進行代換，檢驗是否不同的分類標準會產生不同的減量表現。 

  第六章的結論將重述統計的顯著結果，更重要的是本文將試圖闡述未來學術可

繼續深入的方向。本研究的發現是比起類民主的安排，執政者的穩定度更有可能

保證減碳的成果，這點體現在本文的統計結果，即非軍事亦非君主政體的文官獨

裁政體有較高的溫室氣體排放量，而具有政權穩定性的君主政體型態則有最少的

排放量。本研究的建議是，未來的研究者可針對特定個案更加深入地探討影響機

制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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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有關於政體與環境問題的關聯，學界一般的認知是相較於民主國家，非民主國家

的政治特性不利於改善具有公共性質的環境問題，此即民主優越性的觀點

(Middeldorp and Le Billon 2019; Ward 2008; Winslow 2005)；相對的，不同

於西方講求的參與民主的價值，環境威權主義(environmental authoritarianism)援

引特定國家的環境治理案例，正面說明國家機關自上而下地處理惡化的環境

(Beeson 2010; Gilley 2012; Han 2016; Moore 2014)。根據 Gilley(2012, 288)

的定義，環境威權主義為「一種公共政策模型，將權力集中在一些有能力且不腐

敗，僅尋求改善環境成果的執行單位。」這個觀點雖然點出了我們一般對威權政

府抱持的想像，但若是試圖以環境威權主義做為比較政體的出發點，仍無法觸及

到威權政體型態之間的差異，因為這項概念顯然僅表示某個政府在執行環境議題

時權力的集中，甚至也可體現在民主國家的環境治理上。1我們使用威權政體型

態進行論述時會需要謹慎處理的是這個類別內部本身的多樣性，因為回溯到

1960 年代當學界逐漸以威權主義取代極權主義時，本身就帶有改善後者適用案

例太少的缺陷，並根據不同地區或國家的威權政府的特殊性建立政治類型，是而

該主義的研究本身便涵蓋諸多案例(Brooker 2000, 21-22; Purcell 1973)。 

研究目的在於建立起威權政體型態與溫室氣體排放量的關聯性，但鑒於學界

對於政體與排放量的關聯或傾向以民主—威權的分界著手，或以環境威權主義進

行個案式的描述，沒有足夠貼近主題的文獻提供研究檢視威權政體型態在氣候變

遷治理上的差異，因此需要事先提醒讀者的是，以下文獻回顧的架構將轉而著重

在呈現過往比較政治的學者如何解釋不同威權政體型態的差異，這類的探討集中

                                                
1 例如 Han (2015)便以具有民主政體的南韓作為個案，說明一個民主政體如何以權力集中化的方

式治理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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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釋政治競爭下的政權延續(Brownlee 2005; Croissant and Wurster 2013; 

Escribà-Folch 2013; Escribà-Folch and Wright 2010; Gandhi and Przeworski 

2007; Magaloni 2008)、國際與國內的武裝衝突(Fjelde 2010; Peceny and Butler 

2004; Weeks 2008; Wilson and Piazza 2013)，以及經濟與貿易政策(Hanson 

2010; Steinberg et al. 2015)等三大研究主題。儘管上述學者們或觀察到某些威權

國家與民主國家在特定議題上具有相似性 (Steinberg and Malhotra 2014, 

11;Weeks 2008, 37-38)，或發現民主國家內部非統一性的貧富差距(Hanson 2010, 

1-5)，或將立論建立在諸多威權政府衝突行為的決策具有差異的假設上(Fjelde 

2010, 195-197; Weeks 2008, 35-36)，他們的共通主張為只有在民主與威權政

體之間進行比較是不夠的，因為有些威權國家會意外地做出與民主政體相似的政

策選擇，因此威權政體的確比研究者所想像的更具異質性。 

最後，近年來不論是基於近年來中國的環境治理模式所帶來的示範作用，或

是基於自然浩劫危機存在著引發社會動盪的可能進而加深人民本身的威權態度

或對政府全能擴張的期待(Fritsche et al. 2012; McCarthy 2019)，不乏威權主義對

於環境治理的影響是正向抑或是負向的討論。但透過比較威權政體型態，這類型

的討論可望獲得新的思考契機，從威權政體內部探討，而非僅從單一威權國家的

案例，界定出對氣候政治較為具體的因素；再者，環境威權主義的探討目前只進

行了單一國家或特定區域的個案研究，而非納入所有威權國家的大樣本分析。因

此本文認為，從威權國家的異質性假設出發，比較全球所有威權國家之間減少碳

排放量的差異，並藉此辨識出哪個威權國家的特定型態有利於或不利於低碳的轉

型具有研究上的正當性與必要性。以下將以主題性的方式呈現威權政體型態的差

異，幫助本研究歸納出針對氣候變遷議題的特性可供解釋的差異點，進而對不同

威權政體型態之間的排放表現建立起系統性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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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威權政體型態與存續 

   

由於第三波民主化、阿拉伯之春等巨大變革，威權國家的民主化條件在威權

主義的研究當中相當受到重視(Brownlee 2005; Geddes et al. 2014; Hadenius 

and Teorell 2007)，除此之外，比較政治的學者也觀察到了就時間長度來說，各

個威權國家具有顯著不同的穩定性。但是在試圖解釋造成各個威權政體的穩定性

差異的原因之前，Geddes et al.(2014)認為分析單位的問題必須注意，因為政體

瓦解不必然導向民主化，而是由另一個獨裁者所取代。因此我們必須進一步的針

對威權政體的穩定性分成領導人、政體以及威權性質等三個面向，當我們在探討

特定外生因素對威權穩定的機制時，三個面向之間具體的差異也會影響到研究結

果的分析。 

我們可以先就政體穩定性的排序著手，所謂政體改變是一個國家領導人出任

規則的制定方式產生變化，不論是為另一個威權政體型態或民主政體所取代

(Geddes et al. 2014)，政體不穩定表示政體發生改變的頻率偏高。根據這項變動

而計算的失敗率為威權政體型態進行排序，Geddes et al.(2014)指出穩定性最低

到最高的政體型態為軍事、個人、政黨以及君主政體。若是從政體延續時間長短

來比較，Croissant 與 Wurster(2013)的發現有類似的結果，穩定性最低的依舊為軍

事政體，最高的為君主政體，但是注意到這項排序是交叉比對了三個不同學者資

料庫的結果，2落在中間排序的政體型態會隨著其他學者的分類方式而有差異。 

另外一種比較方式是就威權性質面向上的改變，威權性質的結束意味著透過

民主化而瓦解的威權國家。軍事政體同樣在這個面向具有低穩定性，相對來說，

個人式政體則最不容易民主化(Geddes et al. 2014)，但是基於分類上的差異，有

的學者雖然同意軍事政體最不穩定的性質，但一黨政體型態則具有最穩定的威權

                                                
2 該作者比對的三種威權政體資料庫為 Cheibub et al.(2010)、Geddes et al.(2014)與 Hadenius 與

Teorell(2007)較早期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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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Brownlee 2005; Geddes 1999b)。 

在學者試圖針對前述的排序結果提出解釋的時候，不論其是著眼於威權領導

人、威權政體或威權國家發生的變革，我們可以大致上將變革的契機分成外生性

與內生性的因素，前者指涉發生於他國的、國際的重大事件，且該事件對獨裁者

的統治具有根本性的衝擊，例如外國軍隊入侵、金融危機等；後者則指涉獨裁者

的內部管理方式出現叛變。雖然兩個因素之間並不相互排斥，有時甚至外生因素

加劇了內生因素對政體瓦解的影響。但文獻基本上可以根據這項區別，解釋威權

政體型態的穩定性差異。以下分別檢閱內生性因素、外生性因素的文獻。  

從內生性因素解釋軍事政體的不穩定性以及黨政體的穩定性之研究側重威

權領導人或決策團體維持統治的賽局理論、策略使用，說明為何會產生叛變與領

導人為何妥協。例如 Geddes(1999b)認為軍事、個人與一黨等三個威權政體型態

的組織成員有不同的利益取向，軍隊相較政黨幹部或小型集團分子有較低的執政

意願，因為政黨幹部或小型集團維持團結的方式是提供合作的好處，將成員的利

益與政權的維繫建立連結；軍事人員的利益來源則來自於軍隊，因此軍隊的存在

高於政權的維繫，面對國內民主轉型的壓力更容易妥協。 

上述 Geddes 的解釋固然擴大我們對獨裁者及其內部菁英的想像，但是當第

三波民主化浪潮以後所謂名目上的民主機制興起於威權國家(例如：有限度地開

放立法或行政機關的選舉、允許成立政治組織等措施)，更多的學者則轉而從制

度層面的觀察說明威權政體型態的存續差異(Blaydes 2008; Boix and Svolik 

2013; Ezrow and Frantz 2011; Levitsky and Way 2002; Schedler 2002)，使我

們可以藉此繼續推演出威權政體型態基於制度化的有無、形式對存續方式的差別。 

制度層面的觀察顯然對於學者的研究是有幫助的，因為比起領導人、領團體

體的認知或價值觀的指標更加外顯、具體，制度化的程度提供學者判斷國家的穩

定性與發展階段的指標，如同 Stepan(1978, 292; 括弧內文字為作者所加)為制

度化所給予的定義：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200107

15 
 

制度化意味著一個政體已鞏固傳位、控制以及參與的新政治模式；…已為其統治融合

了廣大的選民；且已在公民社會中創造了顯著的葛蘭西式『霸權性接受』。它(指制度

化)更意味著政體中大部分的重要政治行為者正在新的制度性架構中尋求策略以提升

地位，而非移轉他們的動力去反抗、摧毀或終止這個架構。3 

 

透過制度化的觀點切入存續的差異，Magaloni(2008)發展了不同於上述 Geddes 的

主張，雖然同樣證實了軍事政體的短命與黨政體的持久性，但該學者強調不論是

何種型態的決策團體對延續執政時間的動機應是一樣強的，差別在於黨政體的穩

定性與該體制的領導人有較高的能力建立政黨、選舉等可信度高的權力共享機制

交易，有效化解內部競爭者的威脅。Escribà-Folch(2013)同樣認為這種權力共享

機制幫助黨體制歷經民主化後的融合，該作者指出，相較於個人式政體仰賴不具

拘束力的管理方式，黨政體的運作方式則給予原威權政黨成為民主機制的一部份，

而前者則缺乏制度去保護原領獨裁者；另一方面，軍事政體型態本身的軍事組織

的威嚇作用，也使得軍事領導人獲得下台後不被處罰的保證，因此與黨體制同樣

屬於歷經民主化後不容易被處罰的類型。 

我們可以發現一個政體的制度性因素形塑了領導人如何認知下台後的處境，

在面臨政權移轉壓力時提供領導人是否妥協的判斷。如果政權移轉後，該國制度

無法減緩或弭平可能的報復行為，則該政體領導人越容易抵抗，民主轉型更不容

易。Geddes et al.(2014)的研究以上述為出發點，發現軍事政體為最容易民主轉

型的型態，而個人式政體則因為領導人的抗拒而屬於最不容易轉型的型態。 

至此，文獻的邏輯為特定型態的威權領導人有較容易將統治國家的方式合法

化、正當化的能力，透過一套成形的制度保障政治生涯。然而，Gandhi 與

Przeworski(2007)的研究與 Magaloni(2008)有不同的認知，該學者主張制度化機構

                                                
3 原文：“Institutionalization is a distinct process from that of installation and is not just a matter of 

longevity. Institutionalization implies that a regime has consolidated the new political patterns of 

succession, control, and participation; has managed to establish a viable pattern of economic 

accumulation; has forged extensive constituencies for its rule; and has created a significant degree of 

Gramscian "hegemonic acceptance" in civil society. It also implies that the majority of the weighty 

political actors in the polity are pursuing strategies to further their positions within the new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rather than directing their energies to resisting, eroding or terminating that framework.” 

(Stepan1978,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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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提供執政者傳送利益、化解社會矛盾的平台，但每個政體型態的領導人

會如何運用這項工具是基於不同的策略考量，因此各威權政體型對於是否建立權

力共享機制並非能力差異，而是需要性的差異。從各政體型態與立法機關的共存

時間長到短為，文官獨裁型態、軍事型態、君主型態的排行來看，Gandhi 與

Przeworski 認為黨體制的威權國家比起其他類型更需要立法機關的力量，因為文

官獨裁者缺乏軍隊或皇室等事先建立的機構，而非黨政體更能夠創造這樣的組織，

並且即使各威權型態與領導人存續時間長短有關，但制度性機構與領導人的存續

其實沒有統計上的相關性(Gandhi and Przeworski 2008)。 

事實上，Gandhi 的研究結果與學界發展出從外生性因素的角度探討威權政

體或獨裁者存續之差異的觀點相呼應，因為內生性因素對政權穩定的機制顯然需

要考慮到其他因素的介入。學者一般認知到除了內生性的影響，經濟發展的衰敗

或國際危機處理失當也會對領導人威信造成衝擊，可能近一步縮短其政治生命

(Croissant and Wurster 2013; Escribà-Folch 2013; Gandhi 2008)，然而每個威

權政體型態的本質導致面對外在衝擊的能力也存在著落差，導致同樣的外在事件

對不同類型的政體有程度不同的影響(Scott et al. 2002)。接下來的段落便先從

經濟方面的文獻探討各政體型態的差異，於第三節的部分則回顧威權政體型態不

同的戰爭行為。 

 

第二節  威權政體型態與經濟發展 

  

在經濟表現的議題可以分成政策面向以及效果面向的討論方式，我們會發現

這些論述的方式就前者而言是「為何某些威權政體較偏好採用哪種經濟政策」，

後者則是「為何某些威權政體與特定的經濟表現關聯較多」。重視威權國家制度

的 Gandhi(2008)指出，威權政體型態基於攏絡面向的制度化程度差異，會制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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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經濟政策，進而產生不同的經濟效果。研究經濟議題的學者發現，攏絡制度

化越完全的威權政體型態，較容易制定出較具公共性利益的經濟政策(Bodea et 

al. 2019; Hankla and Kuthy 2013; Steinberg and Malhotra 2013)。例如 Hankla

與 Kuthy(2013)認為自由貿易比起保護主義有較多受益者，因此制度化越高的政

體型態，也就是多黨政體型態，意味著有輸出公共利益的必要；作者證實相較一

黨、軍事、無黨、君主政體型態，多黨政體型態確實採取了較開放的貿易政策。

又或者是 Steinberg 與 Malhotra(2013)發現實施固定匯率下的受益者較受限，更容

易為選舉人團較小的軍事或君主型態所採納；對社會上更大部分的行為者而言更

有利的浮動匯率，則較常出現在文官獨裁國家(意即：非軍事與君主的剩餘型態)。

因此具公共利益性質的經濟政策，例如自由貿易、浮動匯率，較容易出現在黨制

威權政體型態的研究發現事實上強化了該政體型態具有較大選舉人團，軍事與君

主政體型態則有較小選舉人團的解釋。 

而在經濟效果面向的討論上，涉及到經濟效果分配的議題，Gandhi(2008)認

為政黨政治與立法機關等制度性的安排，提供了利益談判的平台化解抗爭的可能，

同時也減少交換資訊的成本，因此制度化越高的威權政體會有較好的經濟表現。

這個觀點同樣獲得迴響，例如 Hanson(2013)便認為立法機關成為解釋不同威權型

態對收入不平等程度差異的一個重要變數，甚至不具競爭性立法機關可以充分發

揮讓利與妥協的功能。 

但什麼樣的政體會傾向建立立法機關?而立法機關在每個政體型態扮演的角

色是一致的嗎?Wright(2008)的研究基本上著重在這個面向，這樣的討論方式彌補

了威權政體型態與經濟表現之間的隔閡。作者主張自然資源的豐沛程度對立法機

關的成立與否、成立的效力如何皆具有影響，例如該作者發現軍事與一黨政體較

依賴國內經濟產能，需要建立有效的立法機關進行讓利的功能；而個人式與君主

政體則較依賴石油與外國投資，立法機關只是於政權不穩定之際消極性地獎懲與

分化反對勢力而已，因此往往不具實際效力。值得注意的是，這個結論導致不同

威權政體的立法機關對投資和經濟成長影響程度不一，一黨政體和軍事政體中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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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約束力的立法機構會提高經濟增長與投資；而獨裁政體中的非約束性立法機構

則會降低經濟增長與投資，可見 Gandhi(2008)對制度與經濟成長正相關的主張應

用在各個威權政體型態時會有不一樣的故事。 

最後還有一種討論方式是面對經濟衝擊，威權政體型態的應對與韌性不同。

在第一節存續面向的文獻回顧中提到，Geddes(1999b)認為內部菁英的賽局之內

生性因素導致外部性的經濟衝擊在各威權政體型態有不同的結局，即一黨政體較

能容忍異己的面向使得危機發生時國內菁英不至於分裂，是較有韌性的政體；相

對的，軍事政體基於易分裂的內生性體制而對外部性衝擊不具有抵抗力，此外個

人式政體則因為維持私人恩惠的利基變小，會逐漸無法防止內部菁英的叛逃，因

此軍事與個人式政體都屬於較不具韌性的類型。但面對社會較具包容性的政體型

態似乎也會因為經濟衝擊的本質不同而成為弱點，Steinberg et al.(2015)便以金

融危機作為外部性衝擊來源，認為君主政體型態為所有威權國家中較有調適能力

的類型，作者認為君主政體的兩樣特徵—絕緣於社會壓力、較穩定的任期長度皆

是讓該政體突出的原因；並且絕緣的特徵意味著免於社會對擴張性政策的壓力，

政府可以採取應對金融危機所需要的緊縮性政策，是相較任期穩定更為重要的因

素。4 

 

第三節  威權政體型態對衝突行為影響 

 

衝突行為的研究分成國內衝突與國際衝突兩個面向，在此先從內戰領域談起。

內戰方面的研究必須觸及到執政者與內部行為的關係，有些威權政體型態較為隔

離於社會，而有的則較為深入社會，藉此推論出內戰爆發風險差異的原因。首先

學術上指出執政的合法性跟執政者是否回應社會期待有關，Gurses與Mason(2010)

                                                
4 作者指出不利於應對金融危機的擴張性政策包括：低外匯儲備、過度升值的匯率以及通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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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缺乏統治正當性以及相應的制度化解社會不滿的政體將容易爆發內戰，是所

謂的脆弱國家的徵候。作者認為個人式政體以彈性的決策方式介入社會特定部門

所造成的反彈，是導致其成為所有非民主政體型態中最容易爆發內戰的類型之原

因；相反地，一黨政體則以意識形態的方式深入社會底層、防止自主性團體的生

成，導致其與民主政體具有類似的內戰風險。Fjelde(2010)雖然也認同威權政體型

態與各自的社會關係有遠近之別，但作者提出所謂的壓制(coercive)與攏絡(co-

optation)手段的不同呈現威權政體型態對內戰的抗壓性。一黨政體本身便是利用

黨組織與社會建立連結，利用黨的成員脈絡建立監控性的「壓制」；又以黨作為

民意交流平台、黨幹部升遷順利進行「攏絡」(Kim and Gandhi 2010)，因此對

潛在反叛者形成巨大的障礙，進而降低內戰爆發風險。相對地，軍事政體中軍隊

成員的身分限制形成一個社會的隔閡，不僅較容易採取暴力性的壓制手段，還設

下軍官身分的門檻排除了攏絡的作用，較容易爆發內戰，而君主政體的風險則較

與兩者之間。 

社會表現的各項指標似乎也指出以黨為統治基礎的政體型態有較善待社會

的面向，雖然學者對一黨還是多黨的效果比較好存在著差異，但整體來說軍事型

態疏於顧及社會基層需求的特徵是明顯的。例如 Davenport(2007)指出一黨政體

相較軍事政體較不易有壓迫社會的行為，Vreeland(2008)卻指出事實上有限多黨

型態相較一黨或無黨型態有較高的酷刑事件，但前者較傾向簽署相關的國際條約，

反而提供國際可以施壓的管道；McGuire(2013)發現一黨政體型態有低於有限多

黨型態、軍事政體型態的嬰兒死亡率，但是 Cassani(2017)則得出不同的結論，即

選舉式的政體型態(即有限多黨型態)有優於一黨型態與軍事型態的幼兒出生率、

中學註冊率；Chang 與 Golden(2010)則指出一黨政體與軍事政體有低於個人式政

體的貪汙傾向。整體而言，對於民生利益的照顧程度而言，以黨制型態的表現較

佳、軍事政體則較忽略社會需求。 

此外學者也從政黨或國會等制度化的表徵作為解釋威權政體型態內部秩序

的途徑，Kim 與 Gandhi(2010)指出名目上的民主式制度的設立與勞工所得有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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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且文官式獨裁又比軍事性獨裁更需要建立這種制度；或是 Hanson(2013)指

出威權式國會的確發揮利益分配的效果，減少社會中存在的收入不平等。Gandhi

與 Vreeland(2004)更直接地認為設有國會的威權政體相較沒有該制度的政體經歷

較少的內戰。以制度化作為途徑的研究貢獻在於說明了威權式國會或政黨並非裝

飾品而是在某種程度上具備調和社會矛盾的能力，並且啟發我們思考什麼樣的政

體會傾向建立這種更為貼近民主政體的制度(Wright 2008)。 

接著本文將回顧國際戰爭的研究領域。早期的政體與國際衝突行為的相關性

研究建立在民主和平論的成果上，Peceny et al.(2002)嘗試將民主和平機制，意

即制度性限制、透明、共享規範以及作戰能力應用在同質性的威權政體型態中，

但遷就於資料的特性作者只能初步的宣稱「…民主政體之間各自的和平並非是政

體中獨有的現象」(Peceny et al. 2002, 25)。但是 Peceny et al.的研究為後進研

究者提供了兩個面向的啟發，其一是有必要針對可能存在於同質威權政體國家配

對之間的戰爭提出新的理論途徑；其次是針對容易發生衝突的國家識別出衝突行

為的發動者。 

Reiter et al.(2003)在 Peceny et al.(2002)的研究基礎上，進一步地在衝突爆

發可能性高的民主—個人式政體型態國家對中，區分出是後者而非前者先發起衝

突行為。此後，一黨政體與個人政體之間衝突傾向的差異引起學者的注意 

(Peceny and Beer 2003)，這個面向的研究對於政體與衝突行為的相關性研究似

乎是有幫助的，因為 Peceny et al.(2004)便承接著 Reiter et al.(2003)的觀點加

上選舉人團的理論途徑，印證勝選聯盟較大的國家，例如民主、一黨政體型態，

其同質性國家配對會經歷較少的戰爭；而勝選聯盟較小的政體配對，如軍事政體

型態、個人政體型態，則會經歷較多的戰爭。作者給予的解釋是，勝選聯盟的大

小影響到戰敗後領導人任職與否，以勝選聯盟較小的政體為例，較個人性的決策

過程使得戰敗對領導人的政治生涯衝擊較小，再加上貪腐的問題猖獗，導致發動

戰爭對該政體來說較容易的，也導致該政體容易成為國際衝突行為的目標國。  

雖然選舉人團理論提供我們方便的理論途徑解釋威權領導人決策時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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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機會，但是我們在認定哪個行為者在發揮限制的作用時存在著盲點。Lai 與

Slater(2006)質疑在衝突行為的研究中應用 Geddes(1999b)分類方法，因為後者的

分類方式著重在區分獨裁或寡占決策方式的專制權力(despotic power)，而非政黨

或軍隊這些真正執行政策的機構權力(infrastructure power)，因此作者主張應使用

結合這兩個向度的 Slater(2003)的四分法，即機器(machine)、領袖(bossism)、軍事

執政團(junta)以及強人(strongman)。作者認為，仰賴政黨機構的類型(機器、領袖)

具有鞏固合法性與穩定任期兩個特性作為對外戰爭需求低的原因；相對來說，仰

賴軍事機構的類型(軍事執政團與強人)因對內傾向壓迫且擺盪不定的任期使得

軍事政府需要透過對外戰爭轉移國內爭議。 

Lai 與 Slater(2006)針對威權政體的軍事行為提出了有別於傳統的分類方式，

Weeks(2012)認為是與前述選舉人團理論有不一樣見解的替代性解釋。然而，

Weeks(2008)透過另一個理論提出—聽眾成本，解釋威權政體型態的國際衝突的

可信度差異，在此作者沿用了一般學者使用的 Geddes(1999b)分類方式，闡述各

種威權政體型態內部菁英對領導人的推翻成本的差別以及外國行為者的能見度

差別得出：一黨政體、軍事政體以及君主政體具有聽眾成本；而個人政體則缺乏

聽眾成本。而後 Weeks(2012)則改以使用 Slater(2003)的分類方式，並在前述選舉

人團與機構權力理論的基礎上繼續依循聽眾成本的影響機制。首先透過個人/非

個人與聽眾組成的性質兩項指標同樣分成機器(machine)、領袖(bossism)、軍事執

政團(junta)以及強人(strongman)四個類型。Weeks(2012)的聽眾成本途徑顯然是比

起過往的研究更為細緻的處理什麼樣的行為者對獨裁者有牽制作用，而這些行為

者的偏好是怎麼形成的。但是如果要解釋領導者作戰決策的國內限制，則必須闡

明的是聽眾的特定偏好。因此 Weeks(2012)提出作戰成本的認知、對戰敗的認知

以及對國際財的認知等三項認知描述四個分類對發動衝突的行為，並且其研究結

果証實非個人—文官聽眾型的機器與民主政體在發動衝突的可能性上相似；剩餘

的三個型態都與發動衝突有正相關，且個人—軍官聽眾型的強人是三者之中有較

高的可能性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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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由前述文獻回顧我們可以得出幾項重要的觀點以幫助研究形成更貼近氣候

變遷議題的論述。首先，是威權政體型態之間具有系統性的差異，且這並非僅止

於執政團體的性質具有自身的特色，而是會連帶影響到政策的選擇，進一步發展

出可比較的政策表現。其次，縱使威權政體型態的政治制度與民主政體有鮮明不

同，在涉及特定議題時，例如前述提及的戰爭行為、開放經濟政策，我們會發現

一黨或有限多黨制的政體型態等黨制度建立較完全的威權國家具有比起其他威

權政體型態更貼近民主政體的表現。最後，從威權政府政治存續的討論我們可發

現，軍事及個人式的類型在維持執政穩定性上遜於一黨或君主威權政體型態，若

綜合前述則可以歸納出一黨政體型態的穩定性可能來自於民主治理的優勢；而君

主政體則在隔絕於社會的同時以傳統性的或神聖性的方式鞏固政權。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200107

23 
 

第三章 研究理論與架構 

 

由於氣候變遷涉及的是社會與自然的關係，當我們嘗試以政體作為一種視角並以

此理解、解釋研究個案的排放傾向時，引入環境治理的概念將率先界定理論可探

討的範圍。環境治理，根據 Lemos 與 Agrawal(2006, 298)的定義「指涉一組政治

行為者用以影響環境行為與結果的管制過程、機制以及組織」，由於所謂政治行

為者包括公部門、私部門以及公民社會等角色的參與(Meadowcroft 1999, 226-

23; Lemos and Agrawal 2006)，因此在政治論述上甚至可以簡易的區分成兩種

治理模式，一是中央式由上而下地要求—控制，二是地方式由下而上的自主參與。

儘管近代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的論述比起千禧年

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更加強調由下而上的參與，這樣的主張在威權

國家中所能探討的面貌較為侷限，由上而下的指導顯然與威權政體的運作方式較

為貼近。1當然這並非指明威權社會下的民眾參與不存在，而是在威權國家中，不

論是企業、地方政府與社群可活動範圍或多或少都被限縮在政府所許可的程度，

2亦即，不論是怎樣的討論方式離不開一項很重要的假設—威權國家中央政府在

環境治理上占據了關鍵的角色。因此，如果希望有效地了解對威權國家的環境作

為，縮小公民社會對政府形成的壓力項，轉而從政府的角度切入是比較實用的做

法。因此本研究的理論架構試圖從領導者的角度出發，將環境治理行為分成動機

面向與能力面向進行分析，以此推測不合種威權政體型態較容易具備較好排放表

現。 

 

                                                
1  因為從下而上的治理方式探討的多半是公民社會對政府的監督力量或地方政府主動負擔起對

抗氣候變遷任務的責任，較容易出現在民主政體的論述中。 
2 參考 Bruun (2020)的越南案例、Halskov、Hansen 與 Liu (2017)的中國案例以及 Aina et al.(2019)

的沙烏地阿拉伯案例可發現威權國家中有限的公民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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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威權領導者減碳動機的一致性 

   

一般而言，環境品質之所以惡化乃肇因於經濟行為中並沒有將生態或資源納

入輸入項加以考慮，導致環境成作為需要透過公部門介入並加以維護，進而創造

的共有財，以此滿足社會大部分組成份子的利益。若考慮到環境的共有財特質，

似乎得主張越需要聽取公眾意見的威權領導者，越具有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動機，

而這是選舉人團的理論能提供的觀點。3然而，Cao 與 Ward(2015)針對環境共有

財提出修正式選舉人團的見解，認為環境議題所需的高度國家能力與穩定等面向

的賦予該議題特殊性，並且得與其他共有財(例如：人權、社會福利、公共建設等)

切割開來。而本研究也同意該作者的觀點，並且進一步地認為威權主義的研究也

構成另一種特殊性，亦即在論及威權國家的公共政策時，也應考慮到威權國家的

機密性與選舉人團理論所仰賴的民主經驗相衝突。4根據前述限制，本研究主張

需要從威權主義研究的根本尋求較貼切的解釋。 

首先，雖然威權主義研究中不乏獨裁者極端個人偏好對制定政策的影響力，

5然而更普遍來說，維持政治存續的需求才是大部分獨裁者決策時關心的重點，

因此研究者試圖將氣候治理與此項政治生存需求進行連結應是較適當的做法。藉

由威權主義對政權存續的研究，我們可以想像一個獨裁者，由於缺乏完善的選舉

                                                
3 選舉人團理論對諸多具有公共財性質的環境政策分析相當實用(Bell 2011; Cao and Ward 2015)，

且研究威權政體差異的學者也偏好採用這種簡明的理論解釋差異的現象(Fjelde 2010; Hankla and 

Kuthy 2013; Lai and Slater 2006; Steinberg and Malhotra 2012; Peceny and Butler 2004)。 
4 在 Gallagher 與 Hanson(2015)的作品中，該作者指出應用選舉人團理論的其中一個困難在於威

權國家的機密性，即選舉人團雖提供了執政者、勝選聯盟以及選舉人團等三個行為者互動的方式，

但該理論所仰賴的基礎很大程度來自於民主國家的經驗，而威權國家在完善的民主、自由的制度

之下，研究者其實難以確保資訊的真偽，進而無法捕捉到實際上對獨裁者執政具有影響力選舉人

團大小、性質(Barros 2016, 954-956; Gallagher and Hanson 2015, 373-377)。 
5 Wilson(2019)對獨裁國家的論述以史達林、毛澤東與希特勒為例，體現了領導人特色或是對環

境保育的偏執如何推進國家的環境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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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他所思考的是要如何抉擇民主改革之外的工具，以便對內維持菁英的忠誠、

對外則鞏固社會大眾的支持，據此所衍生出鎮壓與攏絡兩種手段。然而，基於鎮

壓仍相較於攏絡為一個高成本的手段，von Soest 與 Grauvogel(2017)舉出了六種

威權政體得維持執政合法性的方式，包括基礎迷思、意識形態、個人主義、程序、

表現以及國際參與，顯示獨裁者用以攏絡選舉人團支持的各式工具，並且認為開

放式威權政體與封閉式政體對六種方式的重視程度不同。6 

von Soest 與 Grauvogel(2017, 293, 298)對「表現」的合法性論述提供本研

究有益處的假設，該作者主張不論政體是否為開放性或封閉性，領導人對於能夠

將其形塑為重要貢獻者的某項社會—經濟產出是同樣重視的，無論實際上的產出

品質如何。因此，只要宣傳操作得宜，無論是何種威權政體型態，環境品質的改

善皆可以成為領導者建立合法性的表現來源之一。 

如果本文假設，營造環境保育的形象也可以成為獨裁者取得執政合法性的工

具之一，則可以首先破除民主優越論述下的威權政體劣勢，因為這隱含了實際上

存在某些威權政體中的行為者將運用改善環境作為對大眾宣傳政府效能的政績

之一，穩定政府合法性；且考慮到氣候變遷成為近年國際政治場合的重要議題之

一，扮演好配合減量的國家似乎有助於提升獨裁者對其執政的國際支持或各式減

量計畫的國際援助資金，以上都是環境對於獨裁者的消極性作用。另一方面，推

動環境政策亦有積極意義，Klick(2002)的主張是環境品質對獨裁者來說是減少國

內反叛的理性選擇，是在獨裁者預期自己會長期執政下實施的行賄手段，更重要

地，比起教育、通訊設備，或公共設施等其他公共利益政策在推動的過程中同時

增加國內反叛勢力有利用資源，改善環境品質相對來說較為中性，是較不會增加

國內反叛實力的做法。 

綜上所述，本研究主張選舉人團理論中為不同政體賦予的選舉人團數值大小

無法作為推論威權國家氣候治理的主要依據，需要轉而以獨裁者的生存需求作為

                                                
6 依據該作者的說明，開放與封閉式威權政體的差別在於有無舉行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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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出發點，在其他條件不變下，經營好應對氣候變遷這項全球災難得直接或間

接地增進領導者的地位穩固，因此至少在不同威權政體型態之間，對於減量的動

機應是一致的。 

 

第二節  威權領導者減碳能力的差異 

  

假設各種威權領導人具有對推動減量的偏好基礎一致，接下來的推論工作得

聚焦在政治體制的何種特性得幫助領導人透過最小的成本獲得效益，意即某些威

權領導者在處理氣候變遷議題時更具有應對能力。再次地，本研究肯定 Cao 與

Ward (2015)、Stepping 與 Banholzer (2017)等作者對於環境品質的好壞在很大程

度上仰賴國家在決策與執行層面上穩健性，至少就官僚能力而言，「提供環境公

有財需要精細的規則方式以及更重要的—執行方式」(Cao and Ward 2015, 266)。

本研究在這個基礎上強調，氣候變遷議題在環境政策的範疇中—議題認知困難與

議題不確定性，該兩項特殊性使得國家能力需有一定的門檻。 

 

一、 議題認知的困難 

本研究主張，維持環境品質看似為一公共政策，但氣候變遷問題的迫切性相較其

他環境問題更不易被認知(Cao and Ward 2015, 271)，因為它對人類長年賴以為

生的生活方式產生更大的變革，以及它對生態圈造成的影響在時間尺度上更加長

遠。這項特殊性事實上也產生選舉人團理論應用在氣候變遷議題的另一種形式的

困難，我們之所以得推論不同政體之領導者在制定公共性政策時受制範圍大小不

同支持者的施壓，事實上與選舉人團的確在意某些決策後果有關，如若選舉人團

對某項公共政策的關注不明顯，或是與其他政策相比的重要性排序較低，那麼要

透過選舉人團理論解釋公共政策的產出是受到挑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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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欲探討的氣候變遷議題似乎便落在這層考慮的範疇，因為無法將該議

題與以往選舉人團得解釋威權執政者制定公共政策(以大眾的經濟利益、戰爭危

機感等兩大主題居多)所持有的誘因相提並論。平心而論，一般人容易對經濟利

益損失、戰爭所帶來的生命威脅產生明顯的感受，若執政者違反其意願則容易匯

集眾多人的不滿，進而對執政者形成無法忽視的統治威脅，這項壓力提供執政者

誘因創造更多滿足選舉人團的公共性政策，而選舉人團越大的政體則越需要顧及

公眾對這類政策的觀感；但是氣候變遷的危機即使可能帶來比起前兩者更嚴重的

災害，卻因為是未立即性的，或是對如常的經濟模式是充滿挑戰的，民眾不見得

會採取積極保育節能減排的行動，甚至懲罰過度排放溫室氣體的政府。因為氣候

變遷終究是一個發源於科學研究的詞彙，環境意識的萌芽也跟知識分子的批判、

公民運動的動員有密切的關連，這些距離民眾的實際生活仍有一段差距。相較水

資源、空氣資源、土地資源或生物多樣性等各類範疇的環境保育，氣候變遷是一

個需要加以形塑、架構的概念。從人們認知到事件危機的存在到真正付諸實際改

善的行動之中，並非簡單的線性發展，公民從發展對環保的認知直至付出行動實

際上是多方因素作用下的過程(Hawthorne and Alabaster 1999; Hines et al. 1987; 

Kollmuss and Agyeman 2010)。 

氣候變遷議題的認知障礙除了涉及到如何促使一個社會產生對氣候變遷的

感知之外，還有一般大眾對該議題的認知存在所謂的時間效應，本研究主張，這

層認知在威權國家普遍抑制公民社會能量的前提之下，需要一個深植於社會的政

治力量有意識地主導大眾的行動。有關於認知的時間效應問題，本研究借用 Hovi 

et al.(2009)的說明，該作者指出，減量政策的長期利益與短期成本在社會的認知

有不成比例的傾斜，大眾會放大暫時的損失而忽略長遠的回饋，這種集體性行為

較不易接受環境政策的原因在於：「它不擅長測量出集中性的利益且廣布的成本，

卻很容易測量出集中性的成本與廣佈的利益」(Hovi et al., 2009, 28)。舉實際的

例子說明則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對比是，改善臭氧層破洞的方法只需要替換掉傳

統冷媒的使用方式，讓少數擁有替代性技術的企業有具體可期的利益，且使用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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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性方案的成本移轉到消費者身上，使得總體而言每個人的收益比較高，是屬於

較為推動的環境政策(Bernauer 2013, 425)；相比之下，溫室氣體的產生來源很

多，幾乎任何一種人類經濟行為都是排放源，使得有心改善的執政者難免要扭轉

人們賴以習慣的維生方式，每個個人認知到的是政府介入改變行為必須承擔的具

體成本，而無法預期到改變行為後的利益，屬於較不容易推動的環境政策(Hovi 

et al., 2009, 28)。因此，即使對抗氣候變遷的減量政策在短期上所伴隨成本，

例如控制車牌數量或部署乾淨能源發電廠等措施會因為時間的演變而逐漸降低，

在長期上反而具有經濟效益(Hovi et al., 2009, 27; Tran 2016)，社會仍會在推

動的前期感受到成本的付出而較排斥。 

因此，本研究認為在威權政體中，政治菁英，特別是政府官員能夠主導、帶

頭推動減量計畫這一點顯得特別重要，學者 While et al. (2010, 82)認為「碳控

制的概念象徵政府透過政治定義去界定碳流動的管理或控制之重要性」。7適當的

碳排放控制能緩解社會上潛在的排斥心理，扮演整體社會轉型至低碳生活的領航

者。而為了化解社會中對於減量行動成本認知差異所產生的不平衡，政府除了在

總體上追求減量，亦需要介入調和各部門所實際承擔的負重，這無形中考驗政府

如何控制國家的排放額度，其中便牽涉到政府攏絡社會能力面向的表現。 

在這層考慮下，本文主張維持威權統治的差異使得擅長攏絡的黨制政體型態

的顯然優於偏向壓制的軍事政體型態、君主政體型態。根據維持威權統治的

Geddes(1999b, 124)對一黨政體的定義：「黨組織至少在一段時間內影響領導者，

控制官員的晉升路徑，籌畫給予支持者的利益分配以及動員民眾投票與透過其他

方式展現對黨領黨人的支持。」事實上正是因為在黨組織內的階級很大程度決定

了每個政治行為者升遷的走向，一套教具制度性的拔擢規則或規範決定每個人在

黨組織內的表現，相對減弱其個人跟黨領導者的連結在這過程所能發揮影響力

(Weeks 2008)，使得領黨者人為的好惡介入減少。一黨政體的優勢不僅是在精英

                                                
7 原文：“The idea of carbon control signifies the imperative for government action in managing –or 

controlling – carbon flows within politically defined limits.” (While, et al. 2010,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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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建立較具制度化的秩序，對外也透過黨組織的政治團體吸收存在於社會中的潛

在支持或反對勢力。將該政體對內與對外連結的特性反映到氣候變遷行動時便是，

當議題出現時，一黨政體擅長傳遞來自中央領導團體的期待，透過考核績效的方

式鼓勵地方官員回應；並且基於對社會較深入的掌握，得有限制地開放民眾參與

氣候治理的過程而非忌憚民眾的動員構成威脅。中國作為一黨政體的代表個案清

楚的示範當一個發展完善的一黨政體將如何善用上述優勢，在環境治理上，一方

面於中央完成政策的制定，將政策的實施層面交予各省級政府，引導地方執政者

回應中央的期待；一方面利用地方的連結洞察大眾對議題的觀感，適時地納入民

眾參與的機制(Ahlers and Shen 2017; Gilley 2012; Li et al. 2019; Tang et al. 

2018)。 

而比起一黨政體的專擅，有限多黨政體同樣有攏絡菁英的優勢，並且選舉的

運作機制則提供給環境保育議題進入政策辯論的機會，這項觀點雖然建立在定期、

開放且公平等嚴謹的民主制度運作要件上。另外，有鑑於西方民主國家中環保思

潮的啟蒙與大眾草根運動的展開有著密不可分的淵源，我們亦可推測向社會更為

開放的選舉式威權政體會適當地在不影響政府執政的前提下融入較多元的意見，

因此研究認為效法民主政體所建立出制度則提供我們另一種對環境政治的想像，

即選舉具有的競爭性提供公共環境政策改變多種有利的因素，包括候選人基於選

票而展開的「政治人物的兩難」8(葉俊榮 1993)、大眾對獨裁者表示偏好的溝通

平台，以及環保團體較大的操作輿論空間(Miller 2015; Miller and Peters 2018)。 

不論是一黨或有限多黨政體型態，學術上會交互使用文官獨裁或開放式威權

政體描述那些透過政黨政治、國會選舉等類民主方式運作的威權政治體制。相較

之下，君主政體與軍事政體則為與社會較隔絕的類型，因為皇室或軍隊皆對社會

大眾形成明顯的隔閡，在推動氣候變遷行動上，雖然這類封閉式的政體具有隔絕

於社會反對意見的保護，但不論是針對各部門的排放量規劃、能源轉型的利益調

                                                
8 意指政治人物在爭取執政而產生的政策競賽中逐漸提高對環境保育的投入成本，在該情況中，

候選人並非出於環境關懷而是為了比對手提出可能更能吸引選民支持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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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以及社會對氣候變遷議題的教育等攸關於減量的措施，專斷式地指定或許在短

期內有效果，但取得大部分社會群眾的一定共識乃是較永續的作法。 

 

二、 議題的不確定性 

氣候變遷為執政者帶來的第二個困難在於氣候變遷所帶來的影響在時間、空間尺

度上較廣泛，不易捕捉到溫室效應在現實生活中的具體效果，使得決策者需要在

高度科學不確定性的情況下試圖提出應對政策。本文同樣認為由於溫室氣體的累

積效應，使得抗氣候變遷的策略無法像修復某些水域或物種一樣可以在一定的時

間內看到改善，相反地，學者主張氣候變遷政策的長期性是該政策的核心特質，

根據 Sprinz(2009, 2)的定義： 

 

長期政策的挑戰應定義為至少持續一代人的公共政策，表現出因時間的廣度

而加劇深度的不確定性，並在問題產生階段和影響階段顯現出共有財的面向。 

實施具有長期性氣候變遷政策為施政者帶來的其中一個挑戰是，任職者有受

限的時間視野，因為一般公共決策者的任期無法預期到時間尺度長遠的氣候變化，

使得決策者會將氣候變遷議題排除在施政的優先事項中，甚至只關注在短期便能

獲得成效的議題(李河清 2004, 82; Bai 2007,19-21)。雖然執政時間較長的政體

並不保證會制定出考量到未來世代的政策，且長期由社會上少數份子把持政權的

另一個隱憂是貪腐的問題(Dasgupta and De Cian 2016)，而這也助長了濫用國內

資源的可能性。但是當局經常性的變動確實不利於形成穩健的政策發展，因為每

個上任政府會關切的議題並不一定相同，因此政權穩定提供了政策產出某種程度

上的保證。 

因此本文主張威權政體型態的執政穩定度可以成為幫助我們判斷減量的差

異，即執政者處於較穩定的政體時，在制度化的作用下提供執政者考量到較長遠

的政策效果所需的安定，較不易出現炒短線的施政風格，因此不會因為減量政策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200107

31 
 

短期內的成本而放棄長期性的效益。本文認為執政的穩定可表現在兩個面向，即

傳位的制度、攏絡的制度，且君主政體型態與黨制型態分別在這兩個面向上有較

突出的表現；而軍事政體型態則因為兩個面向的制度化皆不完全而具有較低的穩

定度，應較不利於氣候變遷政策的推行。 

以傳位面向的穩定度而言，君主政體型態的傳位預設在領導者的生命週期，

時間動輒數十年，且依據血緣關係確保皇室家族的人會持續把持政權，較不易被

推翻，這會形成 Olson(1997)所謂的「穩定的強盜」(stationary bandit)；相對的，

黨制型態的領導人將傳位制度明文化的結果則導致獨裁者在一定的時間內必須

讓位，領導人的任職週期較短(Steinberg et al. 2015)。但是黨制政體的優勢在於

第一節所論述的攏絡制度的純熟，該類型得利用名目上的民主制度的關係化解社

會中潛在的威脅，透過擔任大黨成員幹部的升遷制度吸引社會行為者的參與並維

持對黨的效忠，相較於君主政體社會特定分子才能參與執政的集中性，黨制政體

較為擅長拉攏散佈在社會中的百姓，藉此維持黨機關的領導。在此，較為困難的

是比較出黨制政體家族中穩定度的差別，即一黨政體政體、有限多黨政體型態的

穩定性差異。本文認為雖然越開放的選舉可以提供調和社會多元意見的平台，但

是這不代表威權領導人不會放棄維持執政者與在野者之間的權力差距，反而是為

了時常保持優勢地位，當國家實施的選舉越開放，代表威權領導者越需要擴大利

益的分母以確保各方政黨對自身的忠誠，這對防止離異來說構成了資源會耗盡的

風險(Fjelde 2010)，因此就這點而言一黨政體的政權穩定度應是大於多黨政體型

態。 

 

第三節  小結 

     

威權政體型態在應對氣候變遷議題的比較上可初步分成動機層面、能力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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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討論，首先針對獨裁者的減碳誘因，本研究主張戰爭、經濟危機等事件帶來

立即性的震撼使選舉人團可以較輕易地感知到經濟利益的損失、戰爭引發的生命

威脅，但氣候變遷議題的認知困難，以及作用時間尺度長遠以至一般人難以丈量，

需要仰賴其他媒介形塑人們對環境保育的認知與行為，此種於大眾之間的議題認

知差異，導致本研究無法有效地效仿學術作品上將選舉人團應用在公共政策的論

述，順勢地類推適用在氣候變遷的議題。獨裁者推動環境政策所考慮到的並非是

勝選聯盟或選舉人團對環境品質的重視，因為這個重視是難以被證實的、空泛的，

因此是另有原因的，且本研究主張應該將減碳的傾向嘗試與獨裁者的政權延續需

求進行連結。 

因此，研究的理論假設所有威權政體應有一定的減量動機，因為得透過議題

形塑的方式將環境品質作為宣傳政府效能的政績之一，但要進一步地比較何種威

權類型應有較好的排放表現則需要從能力面向的差異切入。檢視威權政體在其他

領域的表現後，我們發現黨制政體型態，或是文官獨裁政體型態、開放式威權政

體型態，可能在主導社會各部門對氣候變遷行動的認知上具有拉攏社會行為者支

持的優勢，而君主、軍事等封閉式威權政體則較缺少；另一方面，執政穩定也提

供氣候變遷行動所需的長期政策一定程度的保障，在此一黨政體型態與君主政體

型態能力較好，有限多黨政體次之，而軍事政體則是最不穩定的類型。結合這兩

項能力的比較並根據第二章文獻回顧歸納的結果呈現如表 三-1 理論假設。 

 

表 三-1 理論假設 

 攏絡社會能力高 攏絡社會能力低 

政權穩定高 一黨政體型態 君主政體型態 

政權穩定低 有限多黨政體型態 軍事政體型態 

 

依據表格，本研究假設如下： 

(1) 由於缺乏攏絡社會的能力且執政普遍不穩定，軍事政體為所有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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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政體中具有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的類型； 

(2) 若執政偏向穩定但攏絡社會的能力較弱之君主政體的溫室氣體

排放量少於執政偏向不穩定但攏絡社會的能力較強之有限多黨

政體型態，則可以說明執政穩定性的因素較能解釋氣候變遷治理； 

(3) 由於執政偏向穩定且具有較好的攏絡社會的力量，一黨政體型態

有最少的溫室氣體排放。 

 

最後，本文的理論架構事實上試圖解構 Duit 所稱存在於比較環境表現研究

中的「黑盒子」，該作者認為該理論上的盲點需要透過闡述環境政策過程方得以

建立起政治因素與環境品質的關聯性(Duit 2005, 5-6)。因此本文認為就威權政體

型態而言，攏絡社會的程度以及執政穩定兩項能力，是制定出具體的或更具志

向的減碳政策之基礎，亦是研究上得以解釋排放量差異的途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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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變數來源、操作與研究方法 

第一節  溫室氣體排放量 

由於本研究期望透過政體機制的影響，對威權國家的氣候變遷表現做出一個有效

的評比，因此在面臨如何選擇一個或多個環境指標以評估特定實體的減量表現時，

事實上，不得不考慮到評估環境表現的研究範疇是如何闡述選擇各項指標的強項

與弱項。在此，學者 Fiorino 主張「對研究來說一項重要的目標應是評估用於定

義結果變數的指標，以及使用不同指標所得出結論的應用」(Fiorino 2011, 371)，

並且就國家環境表現評估的大主題提供了相當實用的回顧性梳理。根據該作者的

整理，雖然近年來有結合政策產出、國家機關建立等輸出(output)指標的評估趨

勢，從結果(outcome)面向來看，二氧化碳排放量這類量化指標作為評估的主要來

源，比起前者較為學者所使用，更重要的是能更好的體現減量行動的執行強度與

深度(Fiorino 2011, 369-370)。除此之外，如果考慮到威權國家的政治特殊性，

政府在執行政策的效率與效能往往不比民主國家透明與公開，1與其選擇政策輸

出作為指標，二氧化碳排放量可能是較為客觀的選擇(Wurster 2013, 90)。 

綜合所述，在本研究中結果變數將使用世界銀行的統計，並且考量環境保護

思潮大約興起於 1970 年代，本文將擷取從 1970 年到目前最新 2014 年的人均二

氧化碳排放量—CO2PC。2使用世界銀行數據的好處在於其資料呈現方式為多國

多年的形式，透過長期趨勢的追蹤減少單一數據可能帶來的誤差，3此外 Wurster 

                                                
1 例如 Gang(2009, 33-40)以中國為案例，指出該國家雖然效仿西方國家建立多項環境法律， 

但由於缺乏強健的獨立司法機關，法律條文顯得龐大且空泛。 
2 由於 Cheibub et al.(2010)、 Geddes et al.(2014)與 Hadeniu 與 Teorell(2007)所建立的威權政體型

態分類涵蓋臺灣，因此我國的排放量由 Our World In Data 所提供的公開資料補齊，該資料庫包含

我 國 自 1946 到 2017 的 人 均 二 氧 化 碳 (Ritchie and Roser 2017) ， 參 考 網 址 ： 

https://ourworldindata.org/。 
3 根據 The World Bank 網站上的細節說明指出，國家排放量的誤差較全球總體排放量大，但比較

逐 年 追 蹤 的 方 式 會 比 起 單 一 地 方 集 中 排 放 的 數 據 更 精 確 ， 詳 見 ：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EN.ATM.CO2E.K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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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也對於使用何種數據來源評估威權國家相當謹慎，該作者認為，鑒於威權

國家資料的真實性較難確認，憑藉具有公信力的國際組織應是尚佳的做法。 

 

第二節  威權政體型態 

 

為了在威權政體型態與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間建立相關性，本文針對威權政體進行

了不同模型的跨國時間序列分析。在政體型態的選擇上，如同表 四-1 不同學者

之威權政體型態分類，我們有幾種較為學者使用的方式可以參考(Cheibub et al. 

2010; Geddes et al. 2014; Wahman et al. 2013)。 

 

表 四-1 不同學者之威權政體型態分類 

學者 分類型態 

Cheibub, Gandhi and Vreeland 君主型態、軍事型態與文官獨裁 

Geddes, Wright and Frantz 君主型態、軍事型態、政黨型態與個人

型態 

Wahman, Teorell and Hadenius  君主型態、軍事型態、無政黨型態、單

一政黨型態與有限多黨型態 

來源： Cheibub et al. (2010); Geddes et al. (2014); Wahman et al. (2013) 

 

然而，這些類別皆富有學者自身的理論概念化、對分類所採用的衡量觀點、

涵蓋的政體數量以及測量標準，以上這些差異亦會對研究結果產生影響。舉例來

說，基於威權國家領導者的競爭更大的威脅是來自內部菁英的挑戰(Svolik 2012)，

Cheibub、Gandhi 與 Vreeland(2010)(以下簡稱為 CGV)試圖區分出不同政體型態

中用以推翻獨裁者的內部機關(如：家族成員、軍閥、官僚)，形成軍事型態、君

主型態與非前述兩者的文官獨裁型態(civilian)；相似的，Geddes、Wright 與 Fran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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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以下簡稱為 GWF)依照政體內部競爭者取得權力方式對威權政體區分成

軍事型態、君主型態與政黨型態，但又增添了個人式政體型態。4 Hadenius 與

Teorell(2007)的理論架構較為不同，該作者較呼應近年來競爭選舉式威權主義的

研究趨勢(Schedler 2002)，因此根據「…菁英為了建立公共權力的維持與取得的

秩序所必須倚賴的制度」(Wahman et al., 2013, 21) (以下簡稱為 WTH)，例如：

繼承、軍事力量的威脅、普選等方式對威權政體做出分類，但是該作者放棄使用

或多或少存在於其他政體型態的個人政體，而是區分出無政黨型態、一黨型態、

有限多黨型態、軍事型態、君主型態。 

雖然不同比政學者據其理論衍生出不同的編碼方式，本文注意到可依據研究

議題的特性適當的將類別加以應用。依本文所感興趣的氣候變遷議題所屬的環境

政治領域或公共政策領域而言，政黨在推動環境政策上具有一定影響力(Knill et 

al. 2010)，因此較注意到政黨數目差異的 Hadenius 與 Teorell 似乎與理論目的更

加貼切；又考慮到使用 WTH 的資料庫的優勢在於比起 GWF 或 CGV 的資料庫

具有較新的數據，5也與結果變數所仰賴之世界銀行的統計數據有較相近的時間

範圍，幫助本研究得獲得較多的樣本數。因此本研究的樣本數在主要解釋變數與

結果變數資料來源的交叉比對下，時間範圍為 1972 年到 2014 年的威權國家，以

國家—年份為分析單位而言一共有 147 個樣本。至於實際上國家所對應的政體型

態可參考附件二。 

在主要模型的建立上，WTH 的資料庫在維持主要分類方式不變的情況下更

新了 Hadenius 與 Teorell (2007)的數據。根據 WTH 於 2016 年的資料庫

                                                
4 為 Geddes et al. (2014) 的分類下最主要的四種類型，但細究其內部則有更多類別，例如軍事可

在細部分成 military, military-personal, indirect military；黨制則包含 party-based, party-personal, 

party-military, party-personal-military, oligarchy, and Iran 1979-2010 等案例，為了討論方便，本研究

在編碼上依循作者的編碼本將前述細節性的類型各自歸類在較大的類別中，相關編碼規則可參

考, Geddes et al. (2014, 16)。 
5 Geddes et al. (2014)的資料庫時間範圍為 1946 年到 2010 年；Cheibub et al. (2010)的則為 1946 年

到 2008 年，但依據環保思潮興起於 1970 年代的假設，將同樣按照處理結果變數的方式擷取 1970

年以後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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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itarian Regimes Data Set, Version 6.0，在設定民主政體的門檻下，形成

四個在本研究中充當主要威權政體型態的虛擬變數，即軍事型態—Military(WTH)、

君主型態—Monarchy(WTH)、一黨型態—Oneparty(WTH)，以及有限多黨型態—

Multiparty(WTH)。6注意到前述四種分類方式中其實納入了混合政體型態，為了

避免過於精分導致樣本數太少，故採用不包含混合政體型態的分類方式，以下分

別介紹主要解釋所指涉的政體性質。 

本研究注意到 WTH 與 CGV、GWF 分類最明顯的差異在於前者重視政黨政

治下選舉制度對威權國家產生的影響，因此為了稍後穩健性檢驗的部分方便對三

者進行比較，本文在敘述上需統一用語。首先本研究將軍事、君主這兩類政體統

稱為封閉威權(closed authoritarianism)，不僅用以指稱 WTH 分類下不具有政黨政

治運作色彩的類型，以此呼應選舉式威權研究中用以泛指不倚賴政黨、選舉等制

度的威權國家；相對而言，Cheibub et al. (2010)將非軍事、亦非君主的威權國

家統稱為文官獨裁，在本研究中為了避免模糊，以文官威權 (civilian 

authoritarianism)指涉為 WTH 歸類在一黨、有限多黨的國家，為 CGV 歸類在文

官獨裁的國家，以及為 GWF 歸類在黨體制的國家。以下分別介紹主要類型所具

有的特性。 

 

一、 封閉威權 

1. 軍事  

WTH 認為一個威權政體的運作，不論直接或間接，是基於軍官本身握有的

軍事力量主導國家機器，便可稱為軍事政體型態(Wahman et al., 2013, 25)。注

意到 WTH 並未將個人式的威權政體納入其理論，因此不論一位軍官或一個軍隊

皆屬於此類範疇，並且與 CGV 將前軍官將領一併分類到軍事政體的做法不同，

                                                
6 作者實際上創建了第五個無黨政體型態(no-party)，但由於樣本數鮮少，並未成為一個較 

主要的類型，因此在本研究中將其歸類為其他(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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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H 考慮到前身隸屬軍隊的獨裁者並不代表不會開放有限多黨制的選舉，7因此

WTH 的分類強調要以統治國家的方式為重，而非取得統治權力的方式。在該分

類下，緬甸(1972-2014)、阿爾及利亞(1972-2008)等均是較代表的案例。 

2. 君主  

威權式的君主政體首先排除了英國或日本之憲政君主這類不具有實質權力

的君王，依照 WTH 的定義，所謂君主政體應是指：「一個皇室後裔依循普遍接

受的實踐或憲章繼承國家領導人地位」(Wahman et al., 2013, 25)，作者特別強

調這種權力的遞嬗應是被承認的方式，因此，即使北韓的金日成以嫡長制傳為給

金正日，但基於傳位方式並非被廣泛承認的規範，作者並未將這個個案歸類在君

主政體。較經典的威權君主政體可參考沙烏地阿拉伯國家透過家族成員所承認的

傳位方式推選出國家領導人。 

 

二、 文官威權 

1. 單一政黨 

一黨政體型態起初在 Geddes(1999b)中便已存在於學術的討論上，但並未有

太多定義上的描述。WTH 以較為狹義的方式定義一黨政體，排除那些儘管受到

國內大黨的限制但反對黨仍得與中央政府競爭的類型，專指一威權國家依選舉結

果所產生的國會中只有一個政黨得代表大部分民意的情況。典型的案例如北韓的

北韓勞動黨(Workers’ Party of Korea)；又或者是中國，其政治體系中的衛星政黨

空有獨立黨派的名稱，卻沒有實質運作的空間(Hadenius and Teorell 2007, 147)。 

2. 有限多黨 

最後，WTH 為了凸顯在威權政體當中可能存有的不全然符合民主程序的政

治競爭，定義該型態中「至少最低限度的競選是開放的且某些反對勢力的候選人

(雖然不必然是全部)被允許參與國家選舉」(Wahman et al., 2013, 27)，因此威

                                                
7 在此，作者以布吉納法索總統 Blaise Compaore´為案例做說明，該領導者於雖然於 1987 年透

過軍事政變取得政權，卻在 1991 年有限制地開放多黨派參與選舉(Wahman et al., 2013,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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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國家中國會席次的分配為該作者仰賴的判斷依據，然而 WTH 考量到參政的權

力頻繁遭到限制，因此即使選舉無法舉行，只要反對黨仍得以運作仍然可被稱為

有限多黨政體型態。一般容易被認為是一黨政體的威權國家基於上述特徵會被

WTH 編入有限多黨政體的分類中，例如 1972 年到 1999 年的墨西哥，該國在獨

大的革命建制黨(Institutional Revolutionary Party)主政下即使逐步開放反對黨候

選人參與總統大選，仍設下各式障礙確保執政黨維持依一黨統治的權力(Wahman 

et al., 2013, 20-21)。 

 

上述四個為以 WTH 做為主要模型的所關注的類別，然而為了幫助本研究完

成穩健性的檢驗，本文需要建立一個可在三個學者分類中共同比較的基礎，因此

研究將使用 CGV 的軍事—Military(CGV)、君主—Monarchy(CGV)，及兩者剩餘

後的文官威權—Civilian(CGV)之三分法，以三分法為基礎調整後的對照可參考表 

四-2 原分類與三分法下分類的對照。在維持 WTH 所分類的軍事與君主型態不

變的前提下，將主要模型中的一黨型態—Oneparty(WTH)及多黨型態—

Multiparty(WTH)組合成文官威權 Civilian(WTH)。同理，面對 GWF 的分類，將該

作者登錄的黨制政體型態視為文官威權 Civilian(GWF)，並維持該作者所分類出

的軍事—Military(GWF)、君主—Monarchy(GWF)以及個人—Personal(GWF)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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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2 原分類與三分法下分類的對照 

學者 原分類型態 三分法的分類型態 

Cheibub, Gandhi and 

Vreeland 

君主型態 

軍事型態 

文官獨裁 

君主型態 

軍事型態 

文官獨裁 

Geddes, Wright and 

Frantz 

君主型態 

軍事型態 

政黨型態 

個人型態 

君主型態 

軍事型態 

文官獨裁 

個人型態 

Wahman, Teorell and 

Hadenius  

君主型態 

軍事型態 

單一政黨型態 

有限多黨型態 

無政黨型態 

君主型態 

軍事型態 

文官獨裁 

其他 

 

第三節  更多經濟、社會與政治變數 

 

為了增進政體因素與溫室氣體排放量中可能的相關機制之信心，加入其他同樣對

溫室氣體排放具有影響力的控制變數將能達成該項目標。尤其是考量到溫室氣體

來源本身就與工業革命後的現代化有高度關聯，經濟變數、社會變數的探討將使

得研究得到對溫室氣體排放的相關機制較全面的了解。 

在經濟變數方面，Grossman 與 Krueger(1995)所提出的實證結果將經濟發展

及其對環境的負面影響從一般印象中的正向關係，帶入了更細緻的討論

(Grossman and Krueger 1991; Stern 2004) ，即根據環境庫茲涅曲線

(Environmental Kuznet curve)，當一個社會的人均收入逐漸提高到一定程度，會

出現一個使在發展初期遭到破壞的環境品質轉為改善的轉捩點，即人均收入與環

境品質呈現倒 U 型。針對這樣的觀察，有兩種有趣的解釋，其一可能與後物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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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post-materialism)的解釋有關；8其二是純粹的科技觀點，例如淨煤技術的進展

改善了傳統燃煤工業低效率、高汙染的運作方式。因應氣候變遷的嚴峻，學者亦

試圖將該理論應用至溫室氣體排放量的解釋(Dijkgraaf and Vollebergh 2005; 

Galeotti et al. 2006; Galeotti and Lanza 2005; Mahmood and Furqan 2020)。

在此，本研究將使用來自世界銀行之考慮購買力平價後的國家人均國民生產總值

作為經濟變數來源，並且以對數後的庫茲涅三次式驗證該理論的效果，即在模型

中一律取該數據的自然對數—lnGDPC、對數平方—lnGDPC2 以及對數三次方—

lnGDPC3，三者在排放量的影響上預期會出現正負向的反轉。 

其次，全球溫室效應的產生與工業革命以來人類使用自然資源方式的變化息

息相關，IPCC(2014, 6)表明：「自 1970 年到 2010 年間溫室氣體排放約有 78%來

自於燃燒石油與工業化過程…」。二氧化碳排放量、經濟發展與化石燃料的消耗

三者之間存在的關聯性，使得本研究必須再另外考慮到以燃油生產為主的產業結

構所貢獻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從要素稟賦的觀點而言，燃油資源較豐富的政體可

能意味著較密集使用該項能源的產業型態，因此轉型至乾淨能源的動力較小，我

們可以據此合理預期一國經濟結構較仰賴石油資源與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間的關

聯性。例如依據 Mahmood 與 Furqan(2020)實證結果指出，產油國的二氧化碳排

放量與其生產石油的收益比之間為線性的正向關係。實務上，亦會影響到一國在

推動氣候變遷政策的表現，以沙烏地阿拉伯為例，該國在 2017 年氣候變遷表現

指標(Climate Change Performance Index)的報告中為 G20 的最後一名，因為不論

是溫室氣體排放指標、乾淨能源指標以及能源使用指標都是敬陪末座(Burk et al. 

2017)。更普遍地說，一國在工業化的過程大多倚重的化石燃料亦會增加二氧化

碳排放量，Chibueze et al.(2013)便以奈及利亞為個案，說明該國化石燃料的消耗

量為其中一個對二氧化碳排放量具顯著影響的因素。在本研究中尤其需要注意的

                                                
8 一個在經濟社會條件、安全國防都穩固的社會生活的人，將會更為重視非物質條件的取得，典

型的條件像是休閒時間、民主以及自我實現等，此後也將該理論應用到環境品質的領域( Inglehart 

and Abramson 1994; Inglehart and Abramson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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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雖然並非所有君主制度的國家皆為產油國(例如：約旦、摩洛哥)，但是君主

制、個人式等政體的存續與石油資源帶來租金確有密切關聯(Bellin 2004; Wright 

2008)。綜合上述，為了降低化石資源的介入，本研究將使用世界銀行的化石燃料

消耗量—Fossil fuel 作為能源面向的控制變數，該數值為一國所消耗之化石燃料

(由煤、石油與天然氣所組成)佔國家生產毛額的比例。 

除了上述有關經濟、能源的探討，本文亦將考慮到來自社會因素的影響。首

先本研究考慮到貿易開放的程度與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響，這兩者之間的關係在

學術上有不同面向的解釋，例如 Antweiler et al.(2001)指出全球化的加速進展一

方面使一國國民所得水準提升，進而增加該國對能源需求，最終導致二氧化碳排

放量的成長；另一方面，與國際市場的接軌可逐步內化國際對環境品質的規範，

亦有可能透過外國投資的管道帶來技術與資本，進而提升母國使用能源的效率、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在本研究中使用世界銀行的貿易依存度—Trade openness

作為這個面向的控制變數，該指標為一國進出口貿易量總額所占國內生產總值的

比例。此外，第二個要被納入考量的社會變數是人口面向的增長，在指標的選擇

上，為了更加凸顯對自然資源、能源的需求，本研究選擇以人口密度而非人口總

數的成長作為人口面向的控制變數。學者認為人口密度不僅意味著對於消費需求

的增長，亦顯示出糧食、住宅、能源、民生建設等多公共政策的挑戰，在短期或

長期上增加溫室氣體排放量(Liu, et al. 2017; Ohlan 2015; Rahman 2017)，因此人

口密度越高的國家應傾向排放較多的二氧化碳，本研究的人口變數便以世界銀行

1960 年到 2018 年的人口密度—Population density 作為指標。 

以上關於變數的討論，更細部的編碼、單位與來源統整於表 四-3變數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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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3 變數來源 

變數名稱 編碼 單位 來源 

二氧化碳排放 CO2PC  metric tons per 

capita 

The World 

Bank (2020) 

威權政體型態 Civilian(WTH)—包含

Oneparty(WTH)&Multiparty(WTH), 

Military(WTH), Monarchy(WTH) 

 Hadenius and 

Teorell (2007) 

人均收入 lnGDPC, lnGDPC2, lnGDPC3 current US$ The World 

Bank (2020) 

化石燃料消耗 lnFossil fuel % of total The World 

Bank (2020) 

貿易依賴 lnTrade openness % of GDP The World 

Bank (2020) 

人口密度 lnPopulation density people per sq. 

km of land 

area 

The World 

Bank (2020) 

 

第四節  研究設計與方法 

   

本研究的解釋變數與結果變數所依據的樣本資料結構為多國多年的型態，為了同

時兼顧個體差異與資料在時間序列的變動，以計量經濟學中時間序列橫斷法

(time-series, cross-sectional)呈現的追蹤資料(panel data)將較為合適(呂素蓮與施

泰彬 2018, 16)。注意到解釋變數或控制變數與結果變數有可能基於同一年而產

生互為因果的內生性問題，或是結果變數轉而對這兩者產生影響的相反因果

(Bellemare et al. 2017)，故將解釋變數與控制變數設定一年的推遲，也就是以前

一年的數據檢視隔年對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響。 

  在模型的選擇上，追蹤資料模型一般而言可以用三種估計方式，即固定效果模

型(fixed effect)、隨機效果模型(random effect)與混合迴歸模型(pooled ordinary 

least square)，又根據 F 檢定和 LM 檢定對兩種模型的檢測結果顯示，固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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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與隨機效果模型均優於混合迴歸模型，而透過 Hausman 檢定則進一步得出

固定效果模型優於隨機效果模型，詳細的模型檢定結果可參考附件。本文的基本

模型如下： 

 

𝑌𝑖,𝑡 = 𝛼𝑖 + ∑ 𝛼𝑛𝑋𝑖,𝑡+1
𝑛
𝑛=1 + 𝜀𝑖,𝑡，i = 1,…, n,  t = 1970, … 2014 

 

  其中，i,t 分別是國家與時間；Yi,t 指所有的結果變數；αi 指個別國家的特定效

果，不隨時間變動；Xi, t+1 則是本文的解釋變數與控制變數，αn 為第 n 個解釋變

數之迴歸係數。最後，𝜀𝑖,𝑡為誤差項。 

第五章 統計結果 

第一節  敘述統計。

表 五-1敘述統計，該表呈現了本文欲討論的所有變數中在各威權政體型態的分

類下所具有的基本變量，注意到除了類別變數，其餘連續變數皆已取其對數數值。

首先類別變數中，除了民主政體，具有最多樣本數者為文官威權，顯示其為較普

遍的威權政體型態，軍事次之，而最少者為君主，這個分布型態也同時影響到比

較政治領域對君主威權政體型態的關注在早期(阿拉伯之春爆發以前)普遍不足

於一黨或軍事政體型態，尤其以美國學界為主流的觀點普遍認為該類型過時或充

滿異國色彩(Anderson 1991, 1-2)。 

其次，就本文最感興趣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而言，平均排放量最大者為君

主(1.45653)，其次為民主(1.093278)、文官威權(-0.1166017)，最少者則為軍事(-

1.057622)。至於標準差大小的排序，顯示君主(2.030191)大部分數據與其平均數

有較大的差距，是分布較極端的資料型態；同理，民主(1.27327)則因具有最小的

標準差，有較為集中的資料分布型態。在所有數據當中，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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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值落在 1973 年君主政體之卡達、最小則為 1978 年一黨政體之柬埔寨。 

至於控制變數的討論，首先就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而言，本文僅針對一次方的

數據說明。觀察所有政體的平均產值，會發現民主政體最富裕(8.50815)，與目前

先進工業化國家多半是民主政體的基本事實相符；更重要的是君主為威權政體型

態中具最大總產值的類型(8.40163)，文官威權次之(6.90689)，軍事具有最小的產

值(6.28416)，唯君主的人均產值之標準差為四者之冠，為 1.60881，因此該類型

的富裕程度變動也最大。 

就化石燃料消耗量而言，君主威權政體型態在能源使用倚重化石燃料的程度

最大，為 4.3414，甚至超越民主政體(4.21913)，其後依序是文官威權(3.82115)、

軍事(3.5048)。在此推測與大部分君主政體出現在中東、北非地區的機率較高的

現象有關，由於該地理位置亦為主要盛產石油的地區，使得君主政體具有較充沛

的化石燃料、使用成本更為低廉，因而在能源來源上相較其他政體較為單一。 

貿易依存度的觀察大抵與經濟、能源變數的排序一致，君主威權政體具有最

大的依賴程度(4.49832)，民主政體次之(4.26683)，此後為文官威權(4.16648)、軍

事(3.73696)。儘管如此，擁有貿易依存度最大值的為 2003 年有限多黨政體的新

加坡(6.08068)，最小值則落在 1996 年軍事政體的伊拉克。 

最後，以人口密度而言，民主政體顯然具有最密集的人口(4.10198)，至於威

權政體型態中以文官威權為首 (3.92011)，君主次之 (3.80146)，軍事則殿後

(3.50865)。 

前述的討論除了幫助本文掌握溫室氣體排放量潛在因素的分佈，亦呈現了本

文所關切的差異性，唯敘述統計在此提供的排序僅是初步的，不同政體溫室氣體

排放量的排序不乏其他解釋變數的介入力量。以君主威權政體型態為例，該類別

具有最大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平均值，除了人口因素之外，其不論經濟、能源亦

或國際貿易程度亦皆居於首位；同樣地，軍事則在所有可能的解釋變數上居於末

位，普遍來說其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亦最少。為了要進一步觀察本文最主要關切

的政體因素所帶來的影響是否關鍵，便需要使用多變數的統計工具將其他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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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相關的變數加以排除，因此下一節將進行更全面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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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五-1敘述統計 

變數 威權政體型態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人均二氧化碳 文官威權 2,286 -0.1166 1.60699 -5.4415 3.2921 
 軍事 967 -1.0576 1.49348 -4.6148 1.94824 
 君主 521 1.45653 2.03019 -4.586 4.47377 
 民主 3,203 1.09328 1.27327 -3.5842 3.89797 

人均國民生產總值 文官威權 2,005 6.90689 1.17095 4.1241 10.9606 
 軍事 892 6.28416 0.94851 4.23613 9.24251 
 君主 497 8.40163 1.60881 4.32595 11.3513 
 民主 3,152 8.50815 1.38366 4.54735 11.6854 

人均國民生產總值 文官威權 2,005 49.0756 17.037 17.0082 120.135 

平方 軍事 892 40.3893 12.3291 17.9448 85.424 
 君主 497 73.1705 26.3026 18.7138 128.852 
 民主 3,152 74.3025 23.3807 20.6784 136.549 

人均國民生產總值 文官威權 2,005 358.794 192.26 70.1433 1316.76 

三次方 軍事 892 265.457 122.836 76.0162 789.532 
 君主 497 656.768 333.916 80.9549 1462.64 
 民主 3,152 664.377 304.747 94.0317 1595.62 

化石燃料消耗量 文官威權 1,542 3.82115 0.82295 1.17114 4.60517 
 軍事 642 3.5048 0.96015 0.49453 4.60455 
 君主 330 4.3414 0.8554 0.65216 4.60517 
 民主 2,408 4.21913 0.4106 1.32996 4.60517 

貿易依存度 文官威權 1,778 4.16648 0.56779 1.75013 6.08068 
 軍事 829 3.73696 0.90867 -3.8633 5.05537 
 君主 442 4.49832 0.42844 2.60852 5.52601 
 民主 2,975 4.26683 0.54698 2.04594 5.97331 

人口密度 文官威權 2,257 3.92011 1.3878 -0.1355 8.95088 

 軍事 931 3.50865 1.36403 0.27974 6.67531 

 君主 521 3.80146 1.35922 0.91968 7.45756 

 民主 3,135 4.10198 1.47123 0.16305 7.21376 

 威權政體型態 樣本數 比例    

類別變數 文官威權 2,362 33.24    

 軍事 993 13.98    

 君主 524 7.38    

 民主 3,226 45.4    

 總計 7,10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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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統計結果 

表 五-2 Wahman, Teorell 與 Hadenius 分類統計結果以民主政體作為比較，提供

更全面的探討。模型(1)使用三分法比較文官威權、軍事與君主等威權政體型態相

對於民主政體的排放傾向程度，在沒有加入任何控制變數前，所有威權政體型態

對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取其對數均有統計上的顯著，顯示威權政體型態的差異的

確會影響排放傾向的程度。以民主政體為參考值，比較各威權政體型態的係數大

小會發現，君主政體型態對溫室氣體排放有最大的負向影響(-1.188)、軍事政體

型態次之(-0.299)，文官威權政體型態則有最小的負向影響(-0.0612)。模型(1)的

結果顯示，君主政體為威權政體型態中具最佳減量表現的類型，因為該類別為所

有威權政體型態中，相對於民主政體，具有最大負向排放程度的類別。但是模型

(1)的結果卻不支持假設 1 與假設 3 的預測，即文官威權政體事實上在統計上有

最差的表現，而非如同理論預測的軍事政體。更重要的是，這三者的排序在納入

控制變數後依然沒有改變，根據模型(2)，君主政體型態對溫室氣體排放仍然有最

大的顯著負向影響(-0.237)，軍事政體型態次之(-0.0668)，文官威權政體型態則

轉而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0.0467)。  

有鑑於文官威權政體可再細分為一黨政體與有限多黨政體，模型(3)更仔細

的檢視假設 2 有關於君主政體型態與有限多黨型態的比較，以及假設 3 有關於文

官威權政體型態之排放量表現成立或反駁的條件。在尚未納入其他控制變數的情

況下，再一次地，依據係數大小比較減量程度，顯示君主政體對溫室氣體排放量

具有顯著的最大負向影響(-1.169)，軍事政體次之(-0.293)，而後是一黨政體(-

0.132)；注意到有限多黨的政體有最小的負向影響(-0.0371)，且該類型並沒有統

計上的顯著。將控制變數納入模型後並沒有對前述的排序造成過多的改變，根據

模型(4)，就顯著的負向影響而言，君主政體有最大的負向影響(-0.252)，軍事政

體次之(-0.0605)；而正向影響的比較中，基於有限多黨政體有最小的正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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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1)，其溫室氣體排放表現優於具有最大正向關係的一黨政體(0.166)。 

在此階段，本研究發現統計模型得出不完全符合研究理論預期的結果。首先，

雖然政權穩定有利於減量的假設，在君主政體型態的表現上獲得支持(假設 2)，

然而理論上預計社會攏絡手段純熟的文官威權政體會有至少優於軍事政體的排

放表現(假設 3)，因為後者不論是在執政穩定程度上、攏絡社會的純熟度上都較

為弱勢，應具有較差的排放表現(假設 1)。但結果顯示不論是一黨或有限多黨政

體型態皆為威權政體型態中排放量較多的類型，軍事政體的表現反而優於文官威

權政體。在主要模型的統計結果上，我們看到君主具有排放的優越性，理論上來

說可能與執政穩定有關；而文官威權則具有劣勢，即使理論上認為該類型應具有

較良好的能力，但其表現反而不如在兩項能力面向上均不利的軍事政體。 

至於其他控制變數的結果可以根據模型(2)、(4)進一步地探討其對溫室氣體

排放的影響。首先，人均收入對溫室氣體排放的效果顯示人均係數對數中，以三

次方較符合理論預期，在統計上具顯著性且係數為負向。負數的結果顯示當一個

國家人均收入成長，有可能會基於逐漸產生之環境品質的要求、技術創新或法規

進步而使溫室氣體排放量下降，因此整體而言符合 Galeotti 與 Lanza(2005)對環

境庫茲涅曲線三次式的應用。化石燃料的影響同樣符合一般的理解，模型均顯示

化石燃料的消耗量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即一國消耗越多的化石燃料，將排放越

多的溫室氣體；人口密度對溫室氣體排放的影響則較模糊，模型(2)顯示人口密度

越高反而排放較少的溫室氣體，而模型(4)則顯示排放較多的傾向，儘管兩者皆沒

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有關於人口密度在研究模型的表現不如預期，可能意味著

應從人口中消費者占比切入較為合適，學術上亦有學者認為人口結構的面向而非

人口密度或大小才是預測溫室氣體排放量大小的關鍵，因為前者更能較好的詮釋

資源消耗的成長及其所衍生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Dhakal, 2010; Satterthaite 

2009)。最後，貿易依賴程度不支持貿易會擴散環境規範的主張，而是支持全球化

帶來的消費擴張的勢力較明顯，因為模型(2)與模型(4)皆顯示出一國越依賴國際

貿易，會排放較多的溫室氣體，且這項正向關係在統計上獲得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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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五-2 Wahman, Teorell 與 Hadenius 分類統計結果 

註：此表省略作為參考值的民主類別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1) (2) (3) (4) 

 lnCO2PC lnCO2PC lnCO2PC lnCO2PC 

Civilian 

(WTH) 
-0.0612*** 0.0467***   

 (-3.40) (-3.55)   

Multi-party 

(WTH) 
  -0.0371 0.0301* 

   (-1.95) (-2.25) 

Single party 

(WTH) 
  -0.132*** 0.166*** 

   (-5.20) (-7.02) 

Military 

(WTH) 
-0.299*** -0.0668*** -0.293*** -0.0605*** 

 (-13.05) (-3.97) (-12.79) (-3.60) 

Monarchy 

(WTH) 
-1.188*** -0.237*** -1.169*** -0.252*** 

 (-13.49) (-3.36) (-13.27) (-3.59) 

lnGDPC  -0.420*  -0.392* 

  (-2.26)  (-2.11) 

lnGDPC2  0.109***  0.107*** 

  (-4.72)  -4.63) 

lnGDPC3  -0.00579***  -0.00573*** 

  (-6.14)  (-6.10) 

lnFossil   0.696***  0.679*** 

consumption  (-33.35)  (-32.41) 

lnPopulation  -0.0272  0.00935 

density  (-1.37)  (-0.45) 

lnTrade of 

GDP 
 0.105***  0.103*** 

  (-8.57)  (-8.43) 

constant 0.576*** -2.884*** 0.576*** -3.043*** 

  (-47.85) (-6.16) (-47.93) (-6.51) 

N 6977 4304 6977 4304 

No. of States 195 195 195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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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穩健性檢驗 

在主要模型中使用 Hadenius 與 Teorell(2007)的分類本研究得出，排放表現從最好

到最差的排序分別是君主、軍事，而後是文官威權政體型態。然而為了確保這項

排序並不會因學者的分類方式的差異而出現變化，本文有必須替換其他學者的觀

點進行比較，以增進研究推論的穩健度。 

表 五-3 Cheibub, Gandhi 與 Vreeland、Geddes,Wright 與 Frantz 分類統計結果

呈現使用其他威權政體型態分類下的結果，同樣將民主政體做為參考值。首先，

模型(1)與模型(2)表示當本研究使用 CGV 的編碼方式，在不考慮其他變數影響

下，根據模型(1)可得知 CGV 分類下所有的威權政體型態皆對溫室氣體排放量有

顯著影響，其中君主政體(-0.534)再次具有最大的負向影響，與先前統計結果較

為不同的是，文官獨裁(-0.224)有次佳的排放傾向，而軍事政體(-0.0873)則具有

最小的負向影響。一旦納入控制變數後，獲得統計顯著性的類型僅有軍事政體，

但是我們可從係數大抵判斷排放的傾向，根據模型(2)，君主政體(-0.0846)與軍

事政體(-0.0472)均具負向影響，而文官獨裁(0.0073)則有正向影響，總體而言顯

示出君主政體仍落在表現較好的範疇，而黨制則普遍表現較差。 

接著檢視使用 GWF 的分類方式的結果，注意到該學者與其他分類方式的不

同是其建立出個人式政體的類別。模型(3)表示僅考慮政體差異的情況下，所有威

權政體型態均與溫室氣體排放量有顯著關係，且君主仍然是具有最大顯著負向影

響的類型(-0.496)，個人式政體次之(-0.296)，而後是軍事(-0.252)，黨制政體則

具有最小的負向影響(-0.0981)。模型(4)顯示考慮其他因素後影響到模型(3)政體

的顯著性及其排序，例如個人政體反而具有最大的負向顯著影響(-0.130)，君主

政體具有的負向係數雖然僅遜於個人政體(-0.0468)，但並未獲得在統計上顯著；

而後是軍事政體具有更遜於個人式政體的顯著負向係數(-0.0588)，最後，黨制政

體之係數則轉為顯著的正向影響(0.0955)，是排放表現最差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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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討論模型(2)、(4)其他控制變數的結果可完成本研究的量化分析。首先

是經濟發展面向的檢驗，我們會發現不論是在模型(2)或(4)，人均產值的對數同

樣以三次方的應用結果最好，不僅獲得統計上的顯著，且由於係數為負向，再次

支持環境庫茲涅曲線的理論。化石燃料消耗量的影響則再次獲得證實，依據該係

數的大小，在相關性上為中度關聯，且在兩個模型中的正向影響均獲得統計上的

顯著，表示其為影響溫室氣體排放量的重要因素。人口密度的影響同樣較為模糊，

先是在模型(2)中具有顯著的負向關係，然而在模型(4)中轉為正向關係，且不具

統計顯著性。最後，貿易依賴程度的結果與主要模型一致，在兩個模型中顯示為

低度的正向關聯，且該關聯性具有統計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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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五-3 Cheibub, Gandhi 與 Vreeland、Geddes,Wright 與 Frantz 分類統計結果 

 

 

  (1) (2) (3) (4) 

 lnCO2PC lnCO2PC lnCO2PC lnCO2PC 

Civilian (CGV) -0.224*** 0.0073     

 (-9.78) (-0.39)   

Military (CGV) -0.0873*** -0.0472**   

 (-4.07) (-3.00)   

Monarchy (CGV) -0.534*** -0.0846   

 (-6.35) (-1.49)   

Civilian (GWF)   -0.0981*** 0.0955*** 

   (-4.31) (-4.89) 

Military (GWF)   -0.252*** -0.0588** 

   (-10.19) (-3.26) 

Monarchy (GWF)   -0.496*** -0.0468 

   (-6.56) (-0.81) 

Personal (GWF)   -0.296*** -0.130*** 

   (-11.59) (-6.25) 

lnGDPC  -0.335  -0.328 

  (-1.60)  (-1.61) 

lnGDPC2  0.0964***  0.0936*** 

  (-3.62)  (-3.65) 

lnGDPC3  -0.00517***  -0.00507*** 

  (-4.67)  (-4.78) 

lnFossil consumption  0.693***  0.674*** 
  (-29.92)  (-30.5) 

lnPopulation density  -0.0525*  0.0228 

  (-2.29)  (-1.01) 

lnTrade of GDP  0.144***  0.135*** 
  (-9.81)  (-9.73) 

constant 0.469*** -3.094*** 0.438*** -3.243*** 

  (-36.01 (-5.96) (-36.15 (-6.47) 

N 6489 3761 5314 3757 

No. of States 202 202 154 154 

註：此表省略作為參考值的民主類別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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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有鑑於氣候變遷議題的嚴峻，近年 UNFCCC 試圖以 INDC 之彈性機制讓各國政

府根據國情制定減量額度，但這項制度若缺乏謹慎地評估與回饋將難以控制全球

升溫幅度。因此本文便主張，從威權政體型態的差異解釋溫室氣體排放行為在政

策面上呼應了這項制度，因為唯有對盡可能掌握各國的行為差異，UNFCCC 方

能對 INDC 提出具體的回饋與指示。特別是在民主與威權的二元比較所衍生出的

民主優越容易使得我們概括性地認定威權政體型態的劣勢，因而忽略了該政體型

態內部的多元治理特色。 

第一節  討論 

在威權主義比較政治學者的主張上，本研究主要使用 Wahman et al.(2013)

的分類方式，對威權國家自 1972 年到 2014 年間的溫室氣體排放進行比較並且得

出，執政任期、繼位領導者較能預期且穩定的君主型態屬於排放較少的類型，軍

事政體次之，而透過選舉或政黨攏絡社會的文官威權政體型態則屬於排放量較多

的類型。雖然本文認為 Wahman et al.(2013)的資料庫雖然更符合研究目的，但

由於使用的分類方式往往左右實證結果，為了避免只倚賴單一資料庫存在推論錯

誤的風險，在穩健性的檢驗上再以 Cheibub et al.(2010)以及 Geddes et al.(2014)

的分類進行比較，而最後統計結果仍與主要模型相似，排放量由少至多的排序大

抵呈現君主、軍事、文官威權政體型態。 

雖然針對前述可供本研究思考的面向有兩點—君主政體的相對優勢與文官

威權政體的相對劣勢，由於此為統計上呈現的結果，以下對此提出可能的解釋。 

一、 君主政體的優越性 

首先是執政穩定對氣候變遷政治代表的意涵。由於君主政體的表現優於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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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權政體型態，該政體具有穩定性上的優勢對減碳表現的重要性在本研究的結果

上顯然大於政府與社會之間緊密關係，也就是一般學術較支持的文官政體型態所

具有的優勢，本研究推測與環境品質的建立講究一定的時間累積有關，尤其是面

對科學不確定性高、決策風險高的氣候變遷議題更需要穩健的政府領導方能減少

相關政令施行過程的不確定性。有鑑於目前資料庫中較大部分的君主政體型態存

在於中東與北非地區(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以下簡稱 MENA)，本研

究不免地要借用該地區的案例說明君主政體與減碳政策的關聯性。 

首先，基於阿拉伯之春的民主改革的觀察，Menaldo(2012)提出摩洛哥、約旦、

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卡達、巴林以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等君主政體國家具備

特有的「政治文化」—憲政或傳統宗教教規與經濟利益的傳輸，使之在其他非君

主制的獨裁國家陷於內部抗爭與內戰時僅發生零星的、不衝擊君主政權的動亂；

且更重要的，是這種政治文化對於氣候治理的應用是「…不僅使政治菁英得以制

定長期計畫，且有效地讓執政者的承諾更為可信，在整個過程中維持菁英的信賴

與忠誠」(Menaldo 2012, 711)。此外亦有如同 Crot(2013)與 Najem(2003)等學者嘗

試從伊斯蘭文化的角度將跨世代福祉與宗教教義進行連結，認為 MENA 這類具

備傳統宗教規範力量的君主政體存在義務與動機謀求國民的生活條件以延續在

限縮公民參政的前提下形成的社會契約，因為「國家能提供安全的環境使穆斯林

德實踐信仰並且正直地活著」(Najem 2003, 22)，因此所謂的「善治」—儘管發源

於西方民主價值的概念且亦包含良善的環境品質—與伊斯蘭教義並非是全然的

對立關係。本研究認為基於氣候變遷議題鮮明地體現強永續性質，似乎長期而言

與該地區的君主政體所追求長久統治有著理念上的相符，即預期後代子孫將長期

統治的君主獨裁者具備一定動機維護環境品質，甚至為不可預知的風險提早應對。 

在此，政體的穩定在此成為打造國家應對氣候變遷議題的基石，如同

Steinberg(2012, 263-267)說明，一國最低限度地確保政治上的安穩對於環境表現

的貢獻有二—環境專業人員的培育以及確保外國技術投資的穩定。首先就環境執

法的面向而言，給予在位者充分的時間視野似乎有助於環境政策的落實，因為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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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者對於在位時間長度的預期心理亦會影響到政策實施的品質，Eaton 與

Kostka(2014)便認為中國地方官員的眼界受限於幹部輪替制度下的短暫任期，容

易不顧後果地尋求短期見效的環境政策，以在短時間內獲得升遷的考績。相對的，

君主在位期間提供政治上的支持則對永續性的環境政策發揮關鍵影響力，以阿拉

伯聯合大公國之首都阿布達比酋長國近年嘗試建造全球第一座全然由再生能源

供應電力的永續城市—馬斯達爾城(Masdar City)為例，阿布達比執政者推動永續

出於兩層考量，一是在國際輿論在氣候變遷議題逐漸嚴峻下對石油輸出國家的施

壓，以推動永續發展作為對外改善國際社會名聲的策略；二是基於氣候變遷對於

自然資源的儲備形成挑戰且亦存在社會動盪的隱憂，執政者建造永續城市以盡早

實現能源多元化的城市治理，這股政治考量便衍生出馬斯達爾城的建設並且該座

城市的規劃人員、工程師得仰賴君主執政的穩定以預期該建設未來的成果(Crot 

2013; Cugurullo 2015)。馬斯達爾城展現的政治脈絡與本研究所強調的威權執政

者的生存觀不謀而合，即將永續發展與政權存續進行結合的分析將有助於我們理

解君主國家推動相關政策的動機。 

至於另一項君主穩定的優勢展現在外國投資者對於再生能源計畫的投資保

障。這項特點對於處於經濟上開發中狀態的君主政體尤顯重要，工業國家在協助

開發中國家轉型至低碳經濟時代所仰賴的再生能源之技術培育、硬體建設以及示

範作用扮演關鍵角色。在此以摩洛哥為例，該國作為長年穩定的君主政體在這層

面向扮演了北非區域的先鋒國家，由於該國的能源轉型很大程度著眼於太陽能電

廠的建設，自 1990 年代起與德國所建立起的長期夥伴關係便有效地幫助前者從

小型能源電廠試驗，逐步擴展建設規模，甚至在北非區域的再生能源電力整合上

起到影響力，學者指出不論是吸引歐洲國家與摩洛哥進行雙邊性的能源投資亦或

是發展出整合北非區域的再生能源電廠皆與摩洛哥政府持續傳達強健的政治意

願有密切關聯(Kousksou et al. 2015, 55; Marquardt et al. 2016, 29-30; Vidican 2015)。 

儘管對於長期執政的獨裁者一般的疑慮是在缺乏有效公民監督的環境下可

能產生的貪污腐敗，而此政府效能不彰的特點亦是推動環境政策不可忽略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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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gupta and De Cian 2016, 14-15; Wurster 2013, 80)，但是一個穩定執政的君

主所意味的正向意義似乎在氣候變遷的治理上較為鮮明，即早期 Olson(1993, 

571-572)所指涉的穩定君王論在本研究獲得了支持，該作者認為可預期政權交接、

執政任期的君王基於具有較長遠的時間視野，越能推動惟有在長期投資下方得以

實踐國家的發展。 

二、 文官威權的劣勢 

第二個可思考的面向落在軍事政體型態，在不論是執政穩定或攏絡社會的制

度表現上皆遜於文官威權政體型態的前提上，該類型在統計分析對我們顯示出截

然不同的結果而有待進一步的說明。在此本文提出兩點推測，首先是根據選舉人

團的理論，文官威權大抵為威權政體型態當中具有較大選舉人團的類別，由此不

僅可知該類型的獨裁者具有較大的義務或動機滿足國內行為者的需求，還潛藏經

濟發展與環境競合的問題。關於此競合的問題 Ward et al. (2013)的觀點是基於獨

裁者被視作租金最大化的追求者，當國家的收入增加，對於硬體設施的投資將大

於環境品質的維護，因為前者更能帶來利益，因此設施的發展與環境品質的改善

速度存在著落差。這點對於文官威權政體型態的影響是，當一個政體內部對資源

存有較大的分母，那麼租金最大化的動機遍不僅止於個人利益的追求，還應加上

滿足內部菁英、社會行為者的必要性，在理性選擇下，透過經濟利益的給予或是

公共建設的投資將是較有效的做法，特別是考慮到本文所討論的政體型態在經濟

標準上屬於開發中的國家，國家內部人民對於發展需求將更為鮮明。第二，對比

於文官威權政體型態有較大因應國內發展需求的壓力，反而讓軍事威權政體型態

的劣勢較不那麼明顯，意即儘管後者的政權較容易遭到徹底性的顛覆，但由於其

權力運作範圍受限於軍隊之內，需要創造的總體資源較不如文官威權獨裁者之大，

可能反而使該類型的獨裁者對於建設或工業化的進展不至於太過急切。此外，就

Steinberg(2012, 270)的觀點，政權動盪的國家亦有推動環境政策的可能，其中一

個可能性便在於環境領域的專業人員可與上位者切割開來討論，因為專業人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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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基於對環境品質的期許所衍生的團隊精神或規範力量的制約而較不受到領導

者的異動所影響，能在較不確定的決策環境中維持基本的運作。 

 

第二節  未來研究建議 

雖然本文最終對於威權政體在溫室氣體排放的差異建立起研究者得以依循

的排序，但值得注意的是這兩者之間的關聯性仍然有待後續學術研究者的補充或

求證，不論是在理論的建構或資料的取用。在理論上研究雖然支持政權穩定性帶

來的環境表現紅利，政體穩定即其所隱含的長時間視野對於政策表現的影響如何

在學術上的討論較為稀少，這點有待後續研究的補充。目前學術上發現君主威權

政體型態與政府品質(Vaccaro 2019)、個人財產的保障(Knutsen and Fjelde 2013)有

較高的關聯，而這兩者之間的關聯皆建立在該類型具有較為穩定的執政，為獨裁

者增長了治理的時間視野，至於氣候變遷治理與執政時間視野的關聯性可透過持

續探討該議題的特性而強化這層關係。 

值得注意的是理論應用的範圍限制，本研究對於政體穩定的優勢建立在威權

國家內部治理層面，至於這項優勢展現在對外國際氣候談判的影響如何，則有待

觀察，畢竟國家與國際層次仍是兩個截然不同的領域。藉此衍生出另一個未來的

研究建議是，既然氣候變遷已逐漸形塑為攸關全地球人類安全的議題，其國際共

有財的特性明顯，每個締約國所認知的減碳義務與努力深深受到其他國家所願意

付擔的成本所影響，因此未來的研究方向可試圖分析每個威權政體型態領導者對

氣候變遷談判的承諾程度差異，與本研究所探討的國內治理領域相互對照。 

最後，有鑑於威權政體型態的政治特殊性，本研究建立於大樣本分析所得出

的結論仍須謹慎看待，因為該政體型態的資料取得不如民主政體來的公開與準確。

未來的研究者可試圖從個案研究的角度描繪威權政體的氣候變遷治理，藉此增進

每個分類方式之間的理解。目前學術界予以較多關注的威權政體有中國(一黨政

體)或是新加坡(有限多黨)，本文建議可針對摩洛哥(君主)或緬甸(軍事)這兩項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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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經典的個案深入探討其氣候治理的方式，如此亦可增進環境政治學門與比較政

治之間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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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Country Year Regime Country Year Regime 

Afghanistan 1972 Monarchy Colombia 1972-2014 Democracy 

 1973-1977 Military  1995-2004 Multi-party 

 1978-2003 Other Comoros 1975-2001 Military 

Albania 1972-1990 One-party  1978-1989 One-party 

 1991-2001 Multi-party  1990-2005 Multi-party 
 1993-2014 Democracy  2006-2014 Democracy 

Algeria 1972-2008 Military Congo, Dem. Rep.  1972-2014 Military 

Angola 1972-1976 Military Congo, Rep 1972-2014 Military 

 1977-1988 One-party  1991-2001 Other 
 1991-2004 Other  1992 Democracy 
 1994-2011 Multi-party  1993-1996 Multi-party 

Antigua and Barbuda 1981-2014 Democracy Cote d'Ivoire 1972-1989 One-party 

 1991-2003 Multi-party  1990-2014 Multi-party 

Argentina 1972-1982 Military  1999 Military 

 1973-2014 Democracy Croatia 1991-1999 Multi-party 

Armenia 1991-2014 Multi-party  2000-2014 Democracy 

 1992-1994 Democracy Cuba 1972-1975 Military 

Azerbaijan 1991 One-party  1976-2014 One-party 

 1992-2014 Multi-party Czechoslovakia 1972-1989 One-party 

Bahrain 1972-2014 Monarchy  1990-1992 Democracy 

Bangladesh 1972-1998 Democracy Djibouti 1981-1991 One-party 

 1973-2014 Multiparty  1977-2014 Multi-party 

 1975-1990 Military Dominican Republic 1972-1977 Multi-party 

 1991-1998 Democracy  1978-2014 Democracy 

Belarus 1991-2014 Multi-party East Germany 1972-1989 One-party 

 1992 Democracy Ecuador 1972-1978 Military 

Benin 1972-1979 Military  1979-2014 Democracy 

 1979-1989 One-party Egypt, Arab Rep. 1972-1975 One-party 

 1990 Other  1976-2012 Multi-party 

 1991-2014 Democracy  2011 Other 

Bhutan 1972-2007 Monarchy  2013-2014 Military 

 2008-2014 Multi-party El Salvador 1972-1981 Military 

Bolivia 1972-1980 Military  1982-1990 Multi-party 

 1979-1981 Other  1985-2014 Democracy 

 1982-2014 Democracy Equatorial Guinea 1972-1992 One-party 

Bosnia and Herzegovina 1992-1995 Other  1979-1982 Military 

 1996-2014 Multi-party  1993-2014 Multi-party 

Brazil 1972-1984 Military Eritrea 1993-2014 Military 

 1985-2014 Democracy Ethiopia 1972-1973 Monarchy 

Brunei 1984-2014 Monarchy  1974-1994 Military 

 1972-1989 One-party  1995-2014 Multi-party 

 1990-2014 Democracy Fiji 1972-1999 Democracy 

Burkina Faso 1972-1990 Military  1987-2013 Military 

 1978-1979 Democracy  1992-2014 Multi-party 

 1991-2013 Multi-party Gabon 1972-1989 One-party 

 2014 Other  1990-2014 Multi-party 

Burundi 1972-2000 Military Gambia 1972-1993 Democracy 

 1982-1986 One-party  1994-1996 Military 

 1993-2014 Multi-party  1997-2014 Multi-party 

 2001-2004 Other Georgia 1991-2011 Multi-party 

Cambodia 1972-1978 One-party  2004-2014 Democracy 

 1975 Military Ghana 1972-1991 Military 

 1979-1992 Other  1979-2000 Multi-party 

 1993-2014 Multi-party  1980-2014 Democracy 

Cameroon 1972-1991 One-party Greece 1972-1973 Military 

 1992-2014 Multi-party  1974 Multi-party 

Cape Verde 1975-1991 One-party  1975-2014 Democracy 

 1991-2014 Democracy Grenada 1974-1984 Multi-party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1972-2013 Military  1977-2014 Democracy 

 1979-2014 Other  1979-1983 Military 

 1993-2002 Multi-party Guatemala 1972-1983 Military 

Chad 1972-1974 One-party  1984 Other 

 1975-1992 Military  1985-2010 Multi-party 

 1979-1995 Other  1996-2014 Democracy 

 1996-2014 Multi-party Guinea 1972-1983 One-party 

Chile 1972-2014 Democracy  1984-2009 Mili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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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1988 Military  1993-2014 Multi-party 

China 1972-2014 One-party Guinea-Bissau 1974-1993 One-party 

Country Year Regime Country Year Regime 

Guinea-Bissau 1980-2013 Military Mozambique 1972-1973 Military 

 1994-2014 Multi-party  1974-1990 One-party 

 2002 Other  2004-2005 Democracy 

Guyana 1972-1991 Multi-party Myanmar 1972-2014 Military 

 1992-2014 Democracy Nepal 1972-2005 Monarchy 

Haiti 1972-2005 Other  1990-2007 Other 

 1979-1985 One-party  1991 Democracy 

 1986-1993 Military  1993-2014 Multi-party 

 1990-2014 Multi-party Nicaragua 1972-2012 Multi-party 

Honduras 1972-1981 Military  1979-1983 Military 

 1979-2009 Other  1990-2014 Democracy 

 1982-2008 Democracy Niger 1972-1973 One-party 

 2010-2014 Multi-party  1974-1990 Military 

Hungary 1972-1989 One-party  1991-2010 Other 

 1990-2014 Democracy  1993-2006 Democracy 

Indonesia 1972-1996 Military  1994-2014 Multi-party 

 1997-2003 Multi-party Nigeria 1972-1998 Military 

 2004-2014 Democracy  1979-1983 Democracy 

Iran, Islamic Rep. 1972-1978 Monarchy  1999-2014 Multi-party 

 1979-2014 Other North Yemen 1972-1973 Multi-party 

Iraq 1972-2002 Military  1974-1989 Military 

 2003-2004 Other Oman 1972-2014 Monarchy 

 2005-2014 Multi-party Pakistan 1972-2014 Multi-party 

Jordan 1972-2014 Monarchy  1977-2012 Military 

Kazakhstan 1991-1993 One-party  1988-1989 Democracy 

 1994-2014 Multi-party Panama 1972-1988 Military 

Kenya 1972-1991 One-party  1989 Multi-party 

 1992-2002 Multi-party  1990-2014 Democracy 

 2003-2014 Democracy Papua New Guinea 1975-2013 Democracy 

Korea, Dem. Rep. (N) 1972-2014 One-party  2008-2014 Multi-party 

Korea, Rep. (S) 1972-1987 Military Paraguay 1972-1998 Multi-party 

 1988-2014 Democracy  1992-2014 Democracy 

Kuwait 1972-2014 Monarchy Peru 1972-1979 Military 

Kyrgyz Republic 1991-2014 Multi-party  1980-2014 Democracy 

Lao, PDR 1972-1974 Other  1991-1999 Multi-party 

 1975-2014 One-party Philippines 1972-1977 Other 

Lebanon 1972-1974 Democracy  1978-1986 Multi-party 

 1975-1991 Other  1987-2014 Democracy 

 1992-2014 Multi-party Poland 1972-1988 One-party 

Lesotho 1972-1985 Other  1989 Multi-party 

 1986-1992 Military  1990-2014 Democracy 

 1993-2014 Democracy Portugal 1972-1973 One-party 

 1994-2001 Multi-party  1974 Military 

Liberia 1972-1979 One-party  1975 Multi-party 

 1980-1989 Military  1976-2014 Democracy 

 1990-2004 Other Qatar 1972-2014 Monarchy 

 1997-2014 Multi-party Romania 1972-1989 One-party 

Libya 1972-2011 Military  1990-1995 Multi-party 

 2012-2013 Multi-party  1996-2014 Democracy 

 1977-2014 Other Russian Federation 1992-2014 Multi-party 

Macedonia, FYR 1992-2001 Multi-party Rwanda 1972 One-party 

 1993-2014 Democracy  1973-2008 Military 

Madagascar 1972-1976 Military  1979-1992 One-party 

 1992-2008 Democracy  1993-2014 Multi-party 

 1977-2014 Multi-party Sierra Leone 1972-2006 Multi-party 

Malawi 1972-1993 One-party  1978-1991 One-party 

 1994-2000 Democracy  1992-1995 Military 

 2001-2014 Multi-party  1997-2001 Other 

Malaysia 1972-1973 Democracy  2007-2014 Democracy 

 1974-2014 Multi-party Singapore 1972-2014 Multi-party 

Maldives 1972-1974 Democracy Solomon Islands 1978-2014 Democracy 

 1975-2004 other  1999-2003 Democracy 

 2005-2014 Multi-party Somalia 1972-2014 Military 

Mauritania 1972-1977 One-party  1991-2011 Other 

 1978-2014 Military  2012-2014 Multi-party 

 1992-2007 Multi-party South Africa 1972-1993 Multi-party 

Mexico 1972-1999 Multi-party  1994-2014 Democracy 

 2000-2014 Democracy South Sudan 2011-2014 Other 

Moldova 1991-2008 Multi-party South Vietnam 1972-1974 Military 

 1996-2014 Democracy  1975 Other 

Mongolia 1972-1989 One-party South Yemen 1972-1989 One-party 

 1990-1991 Multi-party Spain 1972-1974 One-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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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2014 Democracy  1975-1976 Other 

Morocco 1972-2014 Monarchy  1977-2014 Democracy 

Country Year Regime    

Sri Lanka 1972-2005 Democracy    

 1981-2014 Multi-party    

Sudan 1972-2010 Military    

 1986-1988 Multi-party    

Suriname 1975-2014 Democracy    

 1980-1990 Military    

 1990-1999 Multi-party    

Swaziland 1972-2014 Monarchy    

Syrian Arab Republic 1972-2010 Military    

 2011-2014 Other    

Taiwan, China 1972-1975 Military    

 1976-1985 One-party    

 1985-1993 One-party    

 1992-2014 Democracy    

Tajikistan 1991-2014 Multi-party    

Tanzania 1972-1994 One-party    

 1995-2014 Multi-party    

Thailand 1972-2014 Military    

 1973-1974 Other    

 1975-1990 Multi-party    

 1992-2005 Democracy    

Timor-Leste 2002-2014 Democracy    

Togo 1972-2005 Military    

 1991-2006 Other    

 2007-2014 Multi-party    

Tonga 1972-2011 Monarchy    

 2012-2014 Democracy    

Tunisia 1972-1993 One-party    

 1994-2012 Multi-party    

 2013-2014 Democracy    

Turkey 1972-2014 Multi-party    

 1973-2013 Democracy    

 1980-1985 Military    

Turkmenistan 1991-2014 One-party    

Uganda 1972-2008 Military    

 1980-2014 Multi-party    

Ukraine 1991-2010 Democracy    

 2000-2014 Multi-party    

United Arab Emirates 1972-2014 Monarchy    

Uruguay 1972-1984 Multi-party    

 1973-1983 Military    

 1985-2014 Democracy    

USSR 1980-1990 One-party    

Uzbekistan 1991-1994 Multi-party    

 1995-2014 One-party    

Vanuatu 1981-1988 Multi-party    

 1980-2014 Democracy    

Venezuela, RB 1972-1998 Democracy    

 1999-2014 Multi-party    

Vietnam 1972-2014 One-party    

Yemen, Rep. 1993-2013 Multi-party    

 1990-2014 Other    

Yugoslavia, FPR 1972-1991 One-party    

Yugoslavia, FR(Serbia/Montenegro) 1992-2000 Multi-party    

 2001-2010 Democracy    

Zambia 1972 Multi-party    

 1973-1990 One-party    

 1991-2014 Democracy    

 1993-2007 Multi-party    

Zimbabwe 1972-2014 Multi-party    

 1979 Other    

 2000-2014 Multi-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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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表六：模型選定 

模型一 

模型檢定類別 檢定統計量 顯著性 P 值 

F 檢定 
H0：適用混合迴歸模型 

F 統計量 230.81 *** 0.00 
H1：適用固定效果模型 

LM 檢定 
H0：適用混合迴歸模型 

卡方統計量 97871.62 *** 0.00 
H1：適用隨機效果模型 

Hausman 檢定 
H0：適用隨機效果模型 

卡方統計量 62.87 *** 0.00 
H1：適用固定效果模型 

最適用模型：固定效果模型 

模型二 

模型檢定類別 檢定統計量 顯著性 P 值 

F 檢定 
H0：適用混合迴歸模型 

F 統計量 163.62 *** 0.00 
H1：適用固定效果模型 

LM 檢定 
H0：適用混合迴歸模型 

卡方統計量 61486.86 *** 0.00 
H1：適用隨機效果模型 

Hausman 檢定 
H0：適用隨機效果模型 

卡方統計量 219.31 *** 0.00 
H1：適用固定效果模型 

最適用模型：固定效果模型 

模型三 

模型檢定類別 檢定統計量 顯著性 P 值 

F 檢定 
H0：適用混合迴歸模型 

F 統計量 163.93 *** 0.00 
H1：適用固定效果模型 

LM 檢定 
H0：適用混合迴歸模型 

卡方統計量 61863.72 *** 0.00 
H1：適用隨機效果模型 

Hausman 檢定 
H0：適用隨機效果模型 

卡方統計量 210.99 *** 0.00 
H1：適用固定效果模型 

最適用模型：固定效果模型 

註：***表示在 1%的顯著水準下達到顯著 

 


